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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荷蘭審前羈押之程序

一、審前羈押定義：
何謂審前羈押(pre-trail detention)？有罪判決生效前剝奪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身自由之法律狀態稱為『審前羈押(pre-trail detention)』，然而歐盟各會員國反多稱此狀況為『remand in custody』或『preventive detention』。但是，國際數據資料機構如SPACE、ICPS均以『審前羈押(pre-trail detention)』來代表未經確定判決之受羈押之人
。而嫌疑犯或被告人身自由被拘束可分為以下幾階段：（1）自警方逮捕至未有司法機關核發羈押被告命令前之階段；（2）經法院核發羈押命令至一審判決之階段；（3）一審判決後未經終局判決(before a final sentence)之階段 ；（4）終局判決之執行階段。依照歐洲理事會定義，『審前羈押(pre-trail detention)』包括（2）、（3）階段，但絕對不包括第（1）階段，惟第（3）階段則遺留空間留給各會員國自行決定是否定義為『審前羈押(pre-trail detention)』，而絕大多數之會員國（包括荷蘭）選擇將第（3）階段當成『審前羈押(pre-trail detention)』類型之一。依此，荷蘭之審前羈押(pre-trail detention)』，係指經法官核發羈押命令至一審判決後未經終局判決前剝奪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身自由之法律狀態。以下文章所指之審前羈押(pre-trail detention)』均指法官或法院核發羈押命令後至終局判決前之剝奪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身自由之法律狀態，在我國則包括偵查中羈押及審判中羈押此二階段，合先說明。

二、審前羈押程序：
在荷蘭刑事訴訟制度下，剝奪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身自由可分成幾個重要階段。第一階段為警察逮捕(police arrest)至警察拘留(police custody)階段，第二階段為檢察官向偵查法官(investigating judge)及法院申請羈押(remand in custody)、延長羈押 (remand detention) 階段，第三階段為審判中羈押(detention pending trail)。第一階段人身自由之剝奪，由檢察官及具檢察官助理身分之巡官決定，第二、三階段即所謂審前羈押(pre-trail detention)階段，而羈押(remand custody)、延長羈押(remand detention)之決定權則分別由偵查法官及法院行使之。又從被告逮捕後至遲不超過3天又15小時，即應將被告帶至偵查法官前，由偵查法官審查逮捕、拘留之適法性，倘認非法逮捕或證據不足者，則須立時釋放或採取其他措施，此即人身保護令狀(Habeas Corpus)之司法審查。是以，在荷蘭刑事訴訟制度下，剝奪被告人身自由第一階段之警察權力行使，固非審前羈押之階段，然為羈押之前置階段且為重要開端，故以下分述之：

（一）警察逮捕階段(police arrest for questioning)：

依照荷蘭刑事訴訟法第61條規定，嫌疑犯被警方逮捕後，警察可依法滯留訊問最多6小時，但凌晨零時至早上9點不算入該6小時之期間，換言之，警方於逮捕被告後最多可滯留被告15小時，惟只有具檢察官助理身分之巡官(hulpofficier van justitie)可決定是否滯留被告6小時。又凌晨零時至早上9點這段期間原則上不可訊問被告，在非常緊急情況下始可例外訊問被告。

當現行犯被警方逮捕後，承辦警察必須利用電腦系統製作逮捕報告，該報告中警員需交代為何逮捕、如何認定為現行犯而逮捕、逮捕時間及認定有合理懷疑(reasonable doubt)而逮捕嫌疑犯之依據。又警員逮捕嫌疑犯後，為進行調查，可先詢問證人並製作證人筆錄。資深警員(senior police officers)、一般警員(regular police officers)均可訊問被告，視誰是本案承辦員警。
倘警方逮捕嫌疑犯後於法定期間內詢問被告、訊問證人，並完成調查程序，則具檢察官助理身分之巡官會以電話或電子信件方式與檢察官聯絡（實務上大多均以電話方式聯繫），告知業已偵查完畢。檢察官此時可利用電腦系統察看警察所製作之檔案(檢察官只可察看並無權限刪改警察製作之檔案)，該檔案包括：逮捕報告、證人筆錄及被告詢問筆錄等資料。檢察官審閱所有電腦檔案資料後決定是否要起訴被告，倘檢察官決定要起訴被告，則會傳真『傳喚及起訴通知書(notice of summons and accusation，此份文件類似起訴書，內容包括：被告基本資料、犯罪時間、犯罪情節、所犯法條、傳喚被告應至法院到庭之時間及被告簽名欄位)』予具檢察官助理身分之巡官，具檢察官助理身分之巡官將此『傳喚及起訴通知書』列印並交由被告簽名後，則釋放被告，被告則需依『傳喚及起訴通知書』上所載傳喚時間至法院報到。
（二）警察拘留階段(police custody)：
倘在警方逮捕、詢問被告至15小時期間，尚未完成調查程序，具檢察官助理身分之巡官於訊問被告後，認有合理懷疑被告涉犯罪嫌且實有拘留被告之必要，具檢察官助理身分之巡官可自行決定拘留被告(police custody)，期間為3天。若拘留之3天屆滿，依荷蘭刑事訴訟制度規定，具檢察官助理身分之巡官認有偵查必要可向檢察官申請再行拘留被告(police custody)3天，但實務上這種情形很罕見。依法僅在被告涉犯最重徒刑有期徒刑4年以上之罪或有逃亡之虞，具檢察官助理身分之巡官始可決定要拘留被告(police custody)，其他案件不可拘留被告。
具檢察官助理身分之巡官會先訊問證人、調查其他證據後，始行決定是否拘留被告，倘決定拘留被告，則需利用電腦製作拘留報告並詳細交代理由，該報告內容包括：被告基本資料、涉嫌犯罪事實、如何認定有合理懷疑(reasonable doubt)及有何偵查必要而需拘留被告等理由。
倘被告為警察拘留3天後，具檢察官助理身分之巡官仍認有繼續拘留被告之必要，則會致電予檢察官要求限制被告自由之期間。此時，檢察官可自為決定另行拘留被告(police custody)3天，或製作報告向偵查法官聲請羈押(remand in custody)14天，惟荷蘭實務運作上，大部分之案件，檢察官多會向偵查法官聲請羈押。倘偵查法官裁定羈押被告14天，則被告將從警察局拘留室(police cells)被移至看守所(detention center)。
實務運作情形，以2004年、2005年為例，警察移送地檢署之新案數分別為253,000、250,000件，其中警察拘留案件人數為54,400、52,600，換言之，即新案中約有百分之二十一之案件被告會被警察拘留，為期1至3天或4至6天不等。而警察拘留案件以財產性詐欺案件、暴力案件、毒品案件為大宗，參見下表一。又2004年、2005年警察拘留階段之平均天數均為2.2天，而警察拘留階段超過4天以上之案件比例僅約百分之六或七，且多為毒品及經濟犯罪案件，詳細如下表二
： 
表一：

	         
	2004年
	2005年

	新案數
	拘留數
	253,000
	54,400
	250,000
	52,600

	毒品案件
	16,600
	8,100
	14,700
	6,300

	暴力案件
	48,100
	17,500
	50,600
	18,300

	財產性詐欺案件
	73,900
	21,400
	69,900
	19,900

	妨害公共秩序案件
	35,600
	5,700
	36,300
	6,500

	經濟犯罪案件
	18,200
	80
	15,600
	90

	車禍案件
	46,400
	80
	48,000
	60

	其他
	14,500
	1,500
	14,600
	1,400


表二：
	年度
	拘留數
	拘禁1天
	拘禁2天
	拘禁3天
	拘禁4天以上

	2004
	54,400
	16,700

(30.70﹪)
	13,600

(25﹪)
	19,200

(35.29﹪)
	4,100

(7.54﹪)

	2005
	52,600
	16,200

(30.80﹪)
	13,200

(25.10﹪)
	18,700

(35.55﹪)
	3,600

(6.84﹪)


（三）羈押(remand in custody)、延長羈押 (remand detention) 階段：

1.羈押、延長羈押之天數：
嫌疑犯經逮捕、拘留後，警局之巡官在拘留期間(police custody)將屆滿之時，以電話或電子信件（實務上大部分均以電話聯繫）報告檢察官，檢察官倘覺得案件有繼續拘留嫌疑後之必要，即要求將嫌疑犯解送至地檢署並向偵查法官聲請羈押(remand custody)14天。羈押期間14天即將屆滿時，檢察官認有繼續羈押之必要，則會再向法院聲請延長羈押(remand detention)，聲請延長羈押之天數不可超過90天 ，此延長羈押之決定由法院之合議庭行之。2004年之舊刑事訴訟法規定，羈押期間為10天，檢察官聲請延長羈押核准30天後，可再聲請延長羈押2次，換言之，即延長羈押最長期間可達90天。2004年後之刑事訴訟法即現制規定，羈押期間為14天，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延長羈押，可1次申請延長羈押90天，準此，現行制度之羈押及延長羈押最長可達104天，最遲不超過104天檢察官即必須將案件起訴至法院。 

2.羈押要件：

依照荷蘭訴訟法第67條及67a條之規定，羈押必需同時符合以下之二要件：第一，被告犯罪嫌疑重大涉犯以下之罪：（一）所犯之罪為最重本刑為4年或4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二）或所犯之罪為特定之罪名，例如煽動憎恨、威脅、侵占等；（三）或所犯之罪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且犯罪嫌疑人無一定住居所。第二，羈押之理由：犯罪嫌疑人有重大逃亡之虞或基於公眾安全考量需要即時剝奪犯罪嫌疑人之自由。

3.羈押決定之救濟：

羈押(remand custody)之救濟：偵查法官為羈押被告之決定後，被告有權向偵查法官提出撤銷或停止羈押之要求，此要求並無次數限制，倘偵查法官駁回撤銷或停止羈押之請求，被告則可向高等法院(Court of Appeal)提出抗告。倘偵查法官駁回檢察官羈押之請求(remand custody)，則檢察官可於裁定後14天內向地院合議庭抗告。

延長羈押(remand detention)之救濟：被告於法院裁定延長羈押後3天內可向高等法院提出抗告，惟只可提出1次。然被告仍可無次數限制向地院提出撤銷或停止羈押之要求，且可對地院駁回之決定再向高院提出抗告以茲救濟。若法官駁回檢察官延長羈押之請求，檢察官可於裁定後14天內向高等法院提出抗告。荷蘭刑事訴訟法規定高等法院需於檢察官抗告後儘速裁定（刑事訴訟法第446第3項），實務上，高等法院會在抗告後2至3天內裁定，最長不會超過1星期，倘高等法院裁定准許檢察官之申請，則檢察官即可簽發拘票逕行拘提逮捕被告進行延長羈押。

4.實務運作概況：

被告經警察拘留後近六成比例會被偵查法官裁准羈押，以2004年、2005年為例，羈押案件中又以暴力案件（包括殺人、搶奪等，其中以搶奪罪比例最高）、妨害公共秩序案件（包括毀損公物、破壞公共秩序等案件）、財產性犯罪案件（侵入住宅竊盜、竊盜為大宗）為三大類型。又涉犯殺人罪嫌、搶奪罪嫌者，約有九成機率會被偵查法官裁准羈押，侵入住宅竊盜、竊盜之被告則有約六成會被羈押，詳見以下表三：

表三：

	
	2004年
	2005年

	新案數
	253,000
	250,000

	拘留數
	羈押數
	54,400
	33,100(61﹪)
	52,600
	31,600(62﹪)

	暴力案件
	17,500
	12,700(73﹪)
	18,300
	13,000(71﹪)

	暴力案件
	殺人（包括意圖殺人）
	2,900
	2,700(93﹪)
	2,800
	2,600(93﹪)

	
	過失殺人、過失傷害
	4,400
	2,200(50﹪)
	5700
	2900(51﹪)

	
	搶奪
	5,000
	4,400(88﹪)
	4,500
	4,100(91﹪)

	妨害公共秩序案件
	48,100
	17,500(49﹪)
	50,600
	18,300(48﹪)

	財產性詐欺案件
	73,900
	21,400(57﹪)
	69,900
	19,900(56﹪)

	財產性詐欺
	侵入住宅竊盜
	8,600
	5,700(63﹪)
	7,500
	4,800(64﹪)

	
	普通竊盜
	5,600
	3,500(63﹪)
	5,300
	3,400(64﹪)


如上所述，現行荷蘭刑事訴訟法規定，羈押及延長羈押最長可達104天，最遲不超過104天檢察官即必須將案件起訴至法院，相較2004年舊制最遲不超過100天即必須將案件起訴至法院。至於實務上運作概況，或許可從2004年、2005年相關數據窺知一二。下表四之2004年、2005年羈押案件中，有19.64﹪、27.85﹪案件於羈押期間屆滿前檢察官終結案件起訴並釋放被告，換言之，即檢察官並未再向法院合議庭申請延長羈押。又2004年、2005年羈押且延長羈押之平均天數分別為72天、69天（均不包括先前警察拘留之期間）。2004年、2005年羈押且延長羈押案件中，其中財產性詐欺案件平均天數為48天、50天；妨害公共秩序案件平均天數77天、64天；毒品案件平均天數79天、80天；暴力犯罪平均天數91天、82天。
表四：
	年別
	警察移送新案數
	拘留案件
	羈押案件
	羈押期間內案件終結起訴並釋放被告之案件數

	2004年
	253,000
	54,400
	33,100
	6,500(10天)

	2005年
	250,000
	52,600
	31,600
	8,800(14天)


（四）審判中羈押(detention pending trail)
羈押及延長羈押最長可達104天，最遲不超過104天檢察官即必須將案件起訴至法院，倘案件起訴至法院時，尚有證據需要調查即未偵查完畢，法院可經檢察官聲請裁准延遲審理3個月，並將羈押時間延長3個月，檢察官可在起訴後3個月內繼續進行偵查作為，而3個月期間屆至，檢察官可再向法院聲請另外3個月繼續偵查期日，此聲請沒有期限，法院可依檢察官聲請審查是否有必要展延案件之審理。

案件起訴至法院後，法院審理羈押案件(detention pending trail)固無羈押之上限規定，惟荷蘭最高法院基於人權公約第6條第1款要求及人權法院判例法拘束，建立合理審理期間之一般準則，大體而言，起訴至一審判決合理審理期間為2年，但若是羈押中被告或少年合理審理期間為16個月，倘若有違反合理期間之要求，通常救濟之方式為減刑。

如前所述，檢察官羈押、延長羈押被告超過法定期間後，可先行起訴被告，再行向法院聲請裁准延遲審理3個月。2004年、2005年羈押案件中有6.95﹪、7.59﹪案件超過法定羈押及延長羈押天數，意味檢察官之偵查調查程序尚未完結，惟礙於羈押及延長羈押之法定期間屆至，依法先行起訴，並於起訴後向法官要求裁准延遲審理3個月，而被告仍繼續處於剝奪人身自由之狀態，參見下表五。而此類案件中，2004年、2005年之強姦案件平均羈押且延長羈押天數均為105天、敲詐勒索案件平均羈押且延長羈押天數為106天(2004)、104天(2005)、殺人或意圖殺人案件平均羈押且延長羈押天數127天(2004)、120天(2005)。
表五：

	年別
	警察移送新案件數
	拘留案件 
	羈押案件
	羈押、延長羈押超過100天(2004)、104天(2005)之案件數

	2004年
	253,000
	54,400
	33,100
	2,300(6.95﹪)

	2005年
	250,000
	52,600
	31,600
	2,400(7.59﹪)


貳、與我國羈押程序之異同

荷蘭偵查法官之預審調查為我國所無之制度。荷蘭檢察官在偵查階段即可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49條規定要求偵查法官啟動預審調查程序，偵查法官負責審查逮捕及拘留合法性、羈押要件及為發現事實所為之強制處分（包括搜索、扣押、監聽等）、訊問被告及證人。荷蘭之訴訟構造，主要發現事實之階段為偵查法官為之，審理法官之責任僅在評價偵查法官蒐集之證據合法性及證據價值
。又荷蘭最高法院肯認『傳聞證據』，即審判外陳述可以當成審判之證據(the hearsay evidence can be accepted at trail
)。是以，上開制度及荷蘭最高法院承認『傳聞證據』之見解，連帶影響實務之運作，以下先將荷蘭與我國羈押制度異同列表如下：

	項目
	荷蘭
	臺灣
	備註

	羈押前階段
	逮捕階段(police arrest)
	逮捕後可詢問嫌疑犯6小時（凌晨零時至早上9點不算）
	拘提逮捕前置主義：警察與檢察官共用24小時
	

	
	拘禁階段(police custody)
	檢察官或巡官可拘禁3天，例外可再拘禁3天。最多6天。（刑事訴訟法第57、58條）
	檢察官或警察並無此權限。
	

	
	被告律師在場權
	否。製作被告警詢筆錄時，被告律師不得在場，但如被告為少年或智障時，律師可例外在場。
	可。製作被告警詢筆錄時，被告律師得在場。（刑事訴訟法第27條第2項、245條第2項）
	荷蘭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律師於被告警詢時固不得在場，惟在第一次警詢前可諮詢律師並與之私下溝通。

	
	人身保護令狀(Habeas Corpus)之司法審查
	時間
	自被告逮捕後3天又15小時內，即應將被告帶至偵查法官前，由偵查法官審查逮捕、拘禁之適法性。（刑事訴訟法第59條a）
	自拘提或逮捕之時起24小時內，向該管法院聲請羈押時，法院審酌羈押要件前，先審查拘提或逮捕之合法性。
	

	
	
	主體
	偵查法官
	法官
	

	羈押階段(remand custody)
	解送人犯
	檢察官認為逮捕、拘禁之被告需要聲請羈押，始會命令警察將被告解送至地檢署，其餘案件警察均不解送人犯至地檢署。
	逮捕、拘提之被告均應解送檢察官，例外逮捕之現行犯所涉犯最重本刑1年以下等案件得准予不解送（刑事訴訟法第92條第2項）
	

	
	聲請羈押前是否訊問被告或證人？
	否。
	是。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拘提或逮捕到場應即時訊問之（刑事訴訟法第93條第1項）。
	荷蘭刑事訴訟法檢察官得在聲請羈押前訊問被告，但實務運作上，檢察官都不再訊問被告。

	
	羈押實體要件
	被告犯罪嫌疑重大涉犯以下之罪，且有重大逃亡之虞或基於公眾安全考量時，得予羈押：1、所犯之罪為最重本刑為4年或4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2、或所犯之罪為特定之罪名，例如煽動憎恨、威脅、侵占等。3、或所犯之罪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且犯罪嫌疑人無一定住居所。（刑事訴訟法第67、67條a）
	一般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01條）：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情形之一，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

1、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2、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3、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
	1、荷蘭亦有重罪羈押要件，惟不可成為單一羈押之要件，仍必須有重大逃亡之虞或基於公眾安全考量時，始可羈押。

2、荷蘭亦有預防性羈押，制度設計規定先審查得羈押之案件（刑事訴訟法第67條），再審查需有羈押之原因或理由：重大逃亡之虞或基於公眾安全考量時（刑事訴訟法第67條a）。而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虞亦是前開羈押原因『公眾安全考量』之一。

	
	
	
	預防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被告犯罪嫌疑重大，犯該條所列各款之罪，有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虞，而有羈押之必要者，得羈押之。
	

	
	羈押之主體
	偵查法官
	法院
	

	
	羈押期間
	14天
	2個月
	

	
	被告律師在場權
	律師可在偵查法官開庭時在場
	辯護人於檢察官、法官訊問時得在場並陳述意見。
	

	
	羈押裁定之救濟
	被告
	對偵查法官羈押裁定不可抗告
	對法官羈押裁定可向法院抗告。（刑事訴訟法第416條）
	

	
	
	
	可向偵查法官要求撤銷或停止羈押
	得向法院聲請撤銷或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07條、第110條）
	

	
	
	
	可向高等法院抗告駁回撤銷或停止羈押之請求
	？
	

	
	
	檢察官
	對偵查法官駁回羈押裁定，可於14天內向地院合議庭抗告。（刑事訴訟法第446條）
	對法官駁回羈押裁定，可於5天內向法院抗告。（刑事訴訟法第416條）
	

	
	
	
	對地院合議庭撤銷或停止羈押之決定，可於14天內向高院抗告。（刑事訴訟法第446條）
	可嗎？實務上沒有？
	

	延長羈押階段(remand detention)
	延長羈押之實體要件
	同羈押要件
	同羈押要件
	

	
	延長羈押之主體
	地院合議庭
	地院合議庭
	

	
	延長羈押期間
	最長90天
	2個月
	

	
	被告律師在場權
	有。被告可不親自到場而委任律師到場。
	有。
	

	
	延長羈押裁定之救濟
	被告
	對合議庭法官延長羈押裁定，可於3天內向高等法院抗告。惟只可抗告1次。
	
	

	
	
	
	可向地院合議庭法官要求撤銷或停止羈押。次數並無限制。
	
	

	
	
	
	可向高等法院上訴合議庭駁回撤銷或停止羈押之請求
	
	

	
	
	檢察官
	對合議庭法官駁回羈押裁定，可於14天內向高院抗告。（刑事訴訟法第446條）
	
	

	
	
	
	對地院合議庭撤銷或停止羈押之決定，可於14天內向高院抗告。（刑事訴訟法第446條）
	
	

	羈押期間之限制
	偵查中羈押
	羈押(remand custody)、延長羈押(remain detention)不得超過104天
	
	

	
	審判中羈押
	法無明文規定
	現行法：無
	

	
	
	最高法院建立一般準則，起訴至一審判決合理審理期間為2年，但若是羈押中被告或少年合理審理期間為16個月。
	刑事妥適審判法：8年
	


三、相關數據及現象之觀察：

荷蘭與我國上開制度之不同，連帶影響實務運作，誠屬當然。例如，我國刑事訴訟法第93條第3項、第101條之2規定，檢察官或法官於訊問被告後，認無羈押之必要，可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相較荷蘭法官認無羈押之必要時，可為無條件之釋放或有條件之釋放。而所謂有條件釋放被告，係指倘被告再犯罪或未遵守條件，檢察官可簽發拘票逕行逮捕令入看守所羈押，法院無庸再為羈押之裁定。又荷蘭刑事訴訟法第80條固規定得以交保方式代替羈押，惟於實務上，檢察官及法官鮮少使用具保制度，且安恆檢察署檢察官Mr. Raymond van Raaijj亦表示在荷蘭普遍觀念中，不認為可用金錢來取代被告羈押之必要性，理由之一是無錢可繳保證金之被告所在多有，更重要理由在於多數檢察官、法官認為倘能以金錢代替羈押換得自由，代表有錢人可犯罪而不用被關，顯然不符合公平正義。是以，荷蘭實務上並未如我國大量使用具保方式替代羈押，是否大幅提高檢察官聲請羈押或偵查法官准予羈押之比例，進而增加審前羈押被告之人數，值得觀察。

首先，觀察荷蘭及我國自93至98年審前羈押被告佔在監被告及受刑人人數及比例，簡單製表如下，以供參考：
表一：荷蘭審前羈押被告比例
： 
	年度
	在監被告及受刑人總人數
	審前羈押被告人數
	審前羈押被告之比例

	2004
	14,847
	6,364
	42.9﹪

	2005
	15,206
	6,194
	40.7﹪

	2006
	13,718
	5,862
	42.7﹪

	2007
	12,769
	5,756
	45.0﹪

	2008
	11,943
	5,443
	42.9﹪


表二：我國審前羈押被告比例
：

	年度
	在監被告及受刑人總人數
	審前羈押被告人數
	審前羈押被告之比例

	2004
	59,814
	13,859
	23.2﹪

	2005
	65,995
	17,216
	26.1﹪

	2006
	69,139
	17,758
	25.7﹪

	2007
	59,350
	18,889
	31.8﹪

	2008
	69,601
	16,893
	24.3﹪

	2009
	69,139
	13,914
	20.1﹪


從以上表一、表二數據可觀察出荷蘭審前羈押被告佔全部在監被告、受刑人之比例約為40﹪至45﹪，相較於我國約為20﹪至30﹪為高，是否即可推論荷蘭實務上聲請羈押及偵查羈押被告之人數比例相較我國為高，恐無法據下論斷，尚需從其他客觀數據綜合分析。

另觀察下列表三，以2008年荷蘭與我國在監被告及受刑人總人數、審前羈押被告人數佔總人口數之比例。荷蘭及我國在每10萬人中，在監被告及受刑人總人數分別為72.98及299.04，而審前羈押被告在10萬人中荷蘭、我國之數字則為42.9及60.18。是以，從數字以觀，97年荷蘭10萬人中42.9位審前羈押之被告，惟我國每10萬人中有60.18位，換言之，每百萬人中我國審前羈押被告之人數是荷蘭當年之1.40倍。然而，比較該年度每百萬人中我國在監被告及受刑人總人數竟高達荷蘭之4.09倍。從上所述，綜合前開表一、二、三之數據觀察，可觀察出有趣之現象，即荷蘭審前羈押被告比例較我國略高之原因，恐非荷蘭偵查及審理中羈押人數偏高，應係我國在監受刑人總人數過高肇致我國審前羈押被告比例較低。

表三：2008 在監、在押及審前羈押被告人口:

	國家 
	總人口數
	在監、在押總人數
	在監、在押人數（每10萬人）
	審前羈押總人數
	審前羈押人數（每10萬人）

	NL
	16.37m

	11,943
	72.98
	5443
	42.9

	ROC
	23.04m

	69,139
	299.04
	13914
	60.18


   從上表一至表三之客觀數據，觀察荷蘭審前羈押被告比例較我國略高之原因，應非荷蘭偵查及審理中羈押人數偏高，而係我國在監受刑人總人數偏高之原因所導致。然而，受刑人數是否比例偏高，應可從法院審理確定判決有罪案件之情形窺知概況。以94年至97年荷蘭與我國法院判決有罪案件為例，參見表四、表五之統計數據：

表四: 荷蘭法院有罪判決案件

	 
	2005
	2006
	2007
	2008

	有罪案件數
	124,396
	124,542
	117,818
	116,302

	罰金
	50,609
(40.68﹪)
	50,346
(40.42﹪)
	46,463
(39.44﹪)
	44,349
(38.13﹪)

	社會勞動服務(community service)
	38,422
(30.89﹪)
	41,806
(33.57)
	40,611
(34.47﹪)
	41,844
(35.98﹪)

	有期徒刑
	28,803
(23.15﹪)
	25,396
(20.39﹪)
	23,674
(20.09﹪)
	23,092
(19.86﹪)

	有期徒刑平均天數
	152


	142


	147


	148




表五：臺灣有罪判決確定案件
	 項目
	2005
	2006
	2007
	2008

	有罪案件數
	126,884
	145,671
	173,639
	198,621

	罰金
	14,968

(11.80﹪)
	16,837

(11.59﹪)
	19,099

(11.00﹪)
	21,821

(10.99﹪)

	無期徒刑
	90

(0.07﹪)
	131

(0.08﹪)
	89

(0.05﹪)
	111

(0.05﹪)

	有期徒刑
	83,380

(65.71﹪)
	96,434

(66.20﹪)
	113,164
(65.17﹪)
	134,556

(67.75﹪)

	拘役
	28,445
(22.46﹪)
	32,266
(22.15﹪)
	41,287
(23.77﹪)
	42,133
(21.21﹪)


由上可知，荷蘭實務上，法院判處被告罰金刑及社會勞動服務約高達7至8成，判處被告有期徒刑比例僅約為20﹪。反觀我國法院僅約10﹪比例處以罰金刑，其餘均為拘役或有期徒刑以上處罰。由此，即可說明為何我國在監受刑被告之比例遠高於荷蘭，亦可再次應證前開觀察得出之結論，即荷蘭審前羈押被告比例較我國略高之原因，並非荷蘭偵查及審理中羈押人數偏高，而係我國在監受刑人總人數偏高之原因所導致。

從上數字可知，97年荷蘭10萬人中42.9位審前羈押之被告，惟我國每10萬人中有60.18位，換言之，每百萬人中我國審前羈押被告之人數是荷蘭當年之1.40倍。於此，是否即可推論係我國檢察官聲請羈押、核准羈押致偵查中羈押比例偏高所導致？尚未能遽下論斷。蓋審前羈押被告之人數，如前定義應係包括偵查中羈押及審理中羈押被告之總人數，值得進一步研究。
筆者於99年6月7日拜會荷蘭法務部法規處之Mr. P.A.M Verrest及Mrs. Margaret Abels時，Mr. P.A.M Verrest表示法務部之研究數據中心(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 Centre of Ministry, WODC)並未有統計檢察官聲請羈押案件及法院准駁之比例。又前於5月26、27日訪談安恆檢察署檢察官Mr. Raymond van Raaijj 時亦表示安恆地院並未統計檢察官聲請羈押案件及法院准駁之案件，然實務上，嫌疑犯於警察拘留期間(police custody)屆滿時，檢察官有權決定是否釋放被告或要求警察將嫌疑犯移送至地檢署，倘檢察官認有繼續拘留即羈押被告之必要，即會要求警察將嫌疑犯解送至地檢署，解送至地檢署之案件，檢察官百分之百會向偵查法官聲請羈押(remand in custody)，法官核准羈押之案件比約百分之九十，顯較我國法院許可羈押之比例為高
，參下表六。又荷蘭制度下羈押期間14天將屆滿之前，百分之九十之案件檢察官會再向法院聲請延長羈押(remand detention) ，且聲請案件中有九成檢察官會聲請延長羈押90天，其餘百分之十之案件會聲請延長羈押14至30天，而聲請案件中百分之九十合議庭之法官會裁准延長羈押。

表六：

	年別
	新收偵查人數
	警察隨案解送人犯
	檢察官聲請羈押案件
	檢察官聲請羈押比例
	法院裁定准許羈押
	法院許可羈押比例

	2006
	478,449
	110,885
	11,977
	10.80﹪
	10,238
	85.5﹪

	2007
	512,629
	118,082
	13,497
	11.43﹪
	11,608
	86﹪

	2008
	519,065
	119,106
	11,663
	9.79﹪
	9,980
	85.6﹪


於此，固可從訪談法務部專員及現職檢察官得到實務運作之概況，惟仍無具體數據得以與我國相比較，幸經事後取得荷蘭法務部法規處Mr. P.A.M Verrest協助取得2008年出版關於研究警察拘禁(Rechter-commissaris en inverzekeringstelling: een paar apart?)之荷蘭文書籍，該書統計荷蘭2004年、2005年一些相關數據，或許可供我國比較參考之用，以下簡要製表如下：

表七：荷蘭2004、2005年警察拘禁、羈押案件數
：
	年別
	警察移送之新案件（不包括輕罪）
	警察拘禁被告案件(police custody) 
	偵查法官裁准羈押被告案件(remand custody)
	裁准羈押佔總人口數之比例（每10萬人）

	2004年
	253,000
	54,400
	33,100
	206.88

	2005年
	250,000
	52,600
	31,600
	210


表八：臺灣2004、2005年警察解送人犯、羈押案件數：
	年別
	新收偵查人數
	警察隨案解送人犯
	檢察官聲請羈押案件
	法院裁定准許羈押
	法院許可羈押比例
	裁准羈押佔總人口數之比例

	2004
	382,216
	113,403
	7,435
	6,507
	87.5﹪
	28.29

	2005
	430,109
	90,769
	10,889
	9,296
	85.4﹪
	40.42


從上表七荷蘭數據可發現，2004年、2005年被告經警察拘禁(police custody)後有61﹪、60﹪比例會被偵查法官裁准羈押(remand custody)。且警察移送新案中有29.67﹪、21.10﹪偵查法官會裁准羈押(remand custody)。相較表八我國同年度新收案件人犯中，僅有29.67﹪、21.10﹪經警察逮捕並解送至地檢署，而解送至地檢署人犯約有6.56﹪、12﹪檢察官會向法院聲請羈押。又法院裁准羈押人數佔警察逮捕並解送人犯數為5.74﹪、10.24﹪，然佔警察移送新案僅約1.70﹪、2.16﹪。又比較同年度每百萬人中荷蘭與臺灣裁准羈押人數，2004年分別為206.88、28.29；2005年則為 210、40.42，顯見荷蘭裁准羈押人數高達臺灣裁准羈押人數5至7倍，是以，我國檢察官於偵查中聲請羈押且經法官裁准羈押比例顯較荷蘭為低。或許因荷蘭實務上並未如我國大量使用具保方式替代羈押，以致大幅提高檢察官申請羈押或法官准予羈押之比例，進而增加偵查羈押被告之人數。
又筆者於99年5月27日至安恆法院進行法庭觀察之案件，均是檢察官羈押(remand custody)中之案件，因羈押14天即將屆至，故向法院聲請延長羈押(remand detention) 。當天聲請延長羈押案件共有17件，被告中有2名女性，其餘均為男性。檢察官聲請延長羈押之17件案件中有4件為少年搶奪案件；其餘13案件中，有3件殺人案，其餘搶奪案、搶奪未遂、竊盜慣犯、預備殺人、強姦、持槍搶奪、母殺嬰未遂、恐嚇、家庭暴力傷害案、侵入住宅竊盜案件各1件。檢察官聲請延長羈押天數及法院合議庭裁准情形如下：
表九：

	編號
	案件罪名
	聲請延長羈押天數
	法院合議庭裁准情形
	備   註


	一
	搶奪
	90
	90
	

	二
	殺人
	90
	90
	

	三
	竊盜慣犯
	14
	14
	檢察官預備起訴至法院並求刑1個月，故羈押14日加上聲請延長羈押14天，以免羈押天數超過法院宣判之刑期
。

	四
	殺人
	90
	90
	

	五
	預備殺人
	90
	90
	

	六
	強姦
	90
	90
	

	七
	殺人
	90
	90
	

	八
	持槍搶奪
	90
	90
	

	九
	母殺嬰未遂
	90
	90(suspension detention)
	suspension detention指有條件釋放被告，倘被告再犯罪或未遵守條件則檢察官可簽發拘票逕行逮捕令入看守所羈押。

	十
	恐嚇
	90
	90
	

	十一
	家庭暴力傷害
	90
	90
	

	十二
	殺人
	90
	90
	

	十三
	少年搶奪
	30
	30
	

	十四
	少年搶奪
	30
	30
	

	十五
	少年搶奪
	30
	30
	

	十六
	侵入住宅竊盜未遂
	90
	30(suspension detention)
	

	十七
	少年搶奪
	30
	30
	


如上所述，當天檢察官聲請17件延長羈押案件，其中只有2件(表九：案件9、16)法院停止羈押為附條件之釋放，則此次審理庭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延長羈押，法院許可羈押比例為88.24﹪，此與檢察官告知法院普遍核准之概率相近。

肆、心得及觀察
一、綜合之以上數據大致歸納出以下幾點值得觀察之處：

（1） 我國在監受刑被告之人數遠高於荷蘭：荷蘭法院判處被告罰金刑及社會勞動服務約高達7至8成，判處被告有期徒刑比例僅約為20﹪；我國法院僅約10﹪比例處以罰金刑，其餘均為拘役或有期徒刑以上處罰，導致我國每10萬人中在監在押人數高約荷蘭4倍之多。

（2） 2004、2005年荷蘭裁准羈押人數高達臺灣裁准羈押人數5至7倍：我國檢察官於偵查中聲請羈押且經法官裁准羈押比例顯較荷蘭為低，或許因荷蘭實務上並未如我國大量使用具保方式替代羈押，以致大幅提高檢察官聲請羈押或法官准予羈押之比例，進而增加偵查羈押被告之人數。
（3） 警察移送新案中約百分之二十一案件被警察拘留(police custody)，被告經警察拘留後近六成比例會被偵查法官裁准羈押。而2004、2005年被告平均羈押、延長羈押天數分別為72、69天。
（4） 荷蘭檢察官羈押、延長羈押被告超過法定期間後，可先行起訴羈押中之被告，再行向法院聲請裁准延遲審理：2004年、2005年羈押案件中有6.95﹪、7.59﹪案件超過法定羈押及延長羈押天數。換言之，即荷蘭檢察官於偵辦羈押案件時，倘有繼續偵查必要，可於起訴羈押被告後，在被告繼續羈押之狀態，完備檢察官之偵查作為，此為相當彈性之制度。相較於我國之偵查羈押上限為4個月，儘管案情龐雜之貪瀆、金融犯罪案件，檢察官亦需遵守法定羈押期間，倘檢察官欲繼續偵查作為，僅可將被告交保或為其他之強制處分，不可再行羈押被告。
二、荷蘭預審制度之偵查法官擔負檢察官部分偵查工作：
荷蘭檢察官在偵查階段認為案件有必要時，可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49條規定，要求偵查法官啟動預審調查程序(The judicial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偵查法官於預審調查程序開啟後，依照刑事訴訟法第200條規定必須訊問證人，且有權可傳喚證人（第210條規定）、專家證人（第213條規定）及為發現事實所為之強制處分（第177條第1項規定，包括核准搜索、扣押、監聽等）
。此外，檢察官於嫌疑犯被逮捕後3天15時內，必須將嫌疑犯帶到偵查法官面前，由偵查法官審查逮捕、警察拘禁(police custody)之合法性，且可決定核准檢察官羈押之聲請(remand custody)。

又證人及專家證人於偵查法官前具結做證，並經記載於筆錄，則案件進入法院審理後，可直接以該證人筆錄當成審理之證據，無須再進行訊問證人或專家證人之程序，可減少進入審判後法院審理之時間
。原則上，證人及專家證人於偵查法官前具結做證時，被告律師可在庭或被告知做證之內容，例外可以有礙偵查為由禁止之。被告律師亦可要求偵查法官訊問其他證人或專家證人，但偵查法官可拒絕，律師對此拒絕可抗告
。

荷蘭偵查法官預審制為我國所無之制度，倘檢察官聲請並開啟預審調查程序後，偵查法官則需負責部分偵查犯罪之工作，而搜索、扣押、監聽之偵查作為均需得偵查法官之同意，惟於預審調查程序結束後，偵查法官會將全部卷證交給檢察官，由檢察官決定起訴或處分被告。又荷蘭偵查犯罪前階段，警詢筆錄甚為重要，蓋檢察官不會再開偵查庭訊問被告或證人，倘認為警詢筆錄有不足之處，可指揮警察再行訊問被告及證人，或於偵查法官進行預審程序時訊問被告、證人。

相較於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倘檢察官認為案件有羈押原因且有必要時，需於嫌疑犯拘提逮捕24小時內，向法院聲請羈押被告，其餘無羈押必要之案件則為具保、限制住居或飭回之處分，而法官為羈押之司法審查時會附帶審查逮捕之合法性。再者，我國並無偵查法官之預審調查制度，檢察官完全負起偵查之重擔，於警訊後再行訊問被告、證人及調查其他必要證據，案件進入審理程序後，另由蒞庭檢察官重複進行訊問，顯見我國檢察官之工作負荷顯較荷蘭檢察官為重。

三、荷蘭最高法院肯認『傳聞證據』可為審理證據：
荷蘭刑事訴訟制度包括直接審理原則(the immediacy principle)，但最高法院肯認『傳聞證據』即審判外陳述可以當成審判之證據(the hearsay evidence can be accepted at trail
)，最高法院之見解大大影響實務之運作，即某種程度限縮直接審理原則。實務上，警察製作之證人筆錄，或證人及專家證人於偵查法官前具結做證並經記載於筆錄，且該證人或專家證人筆錄經法官審理期日之調查（宣讀筆錄內容並詢問被告之意見），即可成為審理之證據。換言之，法官不在法庭上再次直接審理訊問證人，如此大大減少案件進入審判後法院審理案件之時間。相較於我國刑事訴訟制度，警察詢問被告、證人後，所有之證據均需由檢察官再次訊問，案件起訴至法院後，所有被告、證人再由公訴檢察官重新訊問一次，顯然有偵查人力之重複浪費之情形，且我國刑事訴訟制度原則上不採用『傳聞證據』，導致除非被告認罪且對證人證詞完全無意見，否則不論大小案件，所有證人都必須在法院作證並進行交互詰問。

四、荷蘭刑事訴訟制度未來修法方向：

依據荷蘭法務部法規處Mr. P.A.M Verrest表示，目前刑事訴訟法修法草案仍在議會審議中，未來新制欲將警察逮捕後訊問之6小時延長為9小時，蓋為配合賦予被告於第一次警詢前諮詢律師之新制，預計被告與律師私下談話約0.5小時，等候律師為2小時，故多延長3小時。現制警察拘禁3天後，可再經得檢察官同意另行拘禁被告3天，但新法欲改成警察拘禁3天後，需向偵查法官聲請。換言之，即配合現制最遲於3天15小時內需將被告帶至偵查法官之規定，故當偵查法官審查逮捕、警察拘禁合法性時，如認有繼續拘留被告時，一併向偵查法官聲請拘留被告3 天或是直接聲請羈押14天。倘案件之被告犯罪嫌疑不夠重大，僅有合理懷疑時，偵查法官可考量不予羈押而係另裁定警察拘留3 天。
貳、論審前羈押之合理期間
一、前言：

司法院為解決案件延宕多時、積案久懸未決之困境，而推動制訂『刑事妥速審判法』，該法並於民國99年4月23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刑事妥速審判法』第5、7條分別規定，審判中之羈押期間，累計不得逾八年，該羈押期間已滿，仍未判決確定者，視為撤銷羈押，法院應將被告釋放。且案件已逾8年未能判決確定，除依法應諭知無罪判決外，經被告聲請得酌量減輕其刑。此不僅為審判中羈押期間之限制，亦對違反適時審判之案件提供被告救濟途徑。而刑事審判案件之合理審判之要求，在歐洲人權公約本有明定，故歐洲人權法院對於羈押被告合理審判期間之要求應有值得我國參考之處。首先，先介紹歐洲人權公約對於羈押被告之規定及基本保障。其次，再介紹歐洲人權法院對於羈押合理期間之看法。最後，試圖對我國目前制度提出個人淺見。

二、歐洲人權公約

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主導簽訂之歐洲人權公約（以下簡稱該公約）已被歐盟國家內國法化，該公約可以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章（第2條到第18條）規定主要基本權利和自由，第二章（第19到51條）則規定歐洲人權公約及其運作規則，第三章則是其他各式各樣的條款
。其中公約第5條、第6條、第3條均與審前羈押有關（pre-trail and remand detention），第5條為保障人身自由條款，第6條保障公平審判之權利。又第5條第1項列舉『實體上』得限制人身自由之事由，第5條第2項至第4項則規定剝奪人身自由之『程序上』保障，第5條第5項則揭示違反第5條規定被限制自由者有權請求賠償。以下分述之： 

一、剝奪人身自由之實體要件：人民之人身自由應予保障，非經法定程序外，不得剝奪之，該公約第5條第1項明文規定。該條第1項並列舉(a)到(f)得例外限制人身自由之情形，其中第5條第1項(a)規定經法院判決後得合法拘禁人身自由；第5條第1項(c)規定，有合理懷疑其犯罪，或有合理認為有必要防止其犯罪或逃亡，得逮捕或拘禁並送交有管轄權之司法機關(the lawful arrest or detention of a person effected for the purpose of bringing him before the competent legal authority on reasonable suspicion of having committed an offence or when it is reasonably considered necessary to prevent his committing an offence or fleeing after having done so)
。故依照該公約第5條第1項(a)(c)之規定可知，第5條第1項(a)係指一審判決後合法拘束人身自由之情形，至第5條第1項(c)乃是規定一審判決前拘束人身自由之逮捕、羈押之要件。

二、剝奪人身自由之『程序上』保障：

（一）告知逮捕理由及罪名（公約第5條第2項）：應立即以被逮捕人能瞭解之語言告知被逮捕人受逮捕理由及所涉犯罪嫌。

（二）逮捕、羈押之人之立即移送法院及合理期間受審權（公約第5條第3項）：因第5條第1項(c)被逮捕、羈押之人，應立即移送法官或其他有權之司法機關，並有權在合理期間內受審或要求釋放（Everyone arrested or deta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paragraph 1.c of this article shall be brought promptly before a judge or other officer authorized by law to exercise judicial power and shall be entitled to trial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or to release pending trial. Release may be conditioned by guarantees to appear for trial.）。

1.立即移送法院之程序要求：歐洲人權法院認為被逮捕、羈押之人，應立即移送法官或其他有權之司法機關，需具備中立性(impartiality)，因檢察官通常在起訴案件後，有執行公訴之義務，而成為案件訴訟當事人之一方，並非獨立於當事人以外之地位，故檢察官立場並無中立，故此處『其他有權之司法機關(other officer authorized by law to exercise judicial power)』，並不包括檢察官
。

2. 合理期間之受審權：此公約僅限於依照第5條第1項(c)被逮捕、羈押之人始有本條之適用。換言之，如前揭所述，依照公約第5條第1項(a)(c)之規定可知，第5條第1項(a)係指一審判決後合法拘束人身自由之情形，至第5條第1項(c)乃是規定一審判決前拘束人身自由之逮捕、羈押之要件，是以，公約第5條第3項合理期間之受審權，係指自人身自由被拘禁之日起至法院判決之合理期間之要求
，包括偵查中、一審判決前之合理期間之要求。故偵查中羈押期間即與此條有關。至於一審判決後之被告主張未於合理期間受審，歐洲人權法院堅持被告僅可依據公約第6條第1項來主張權利，不可以公約第5條第3項規定來救濟
，此部分詳後述。
（三）請求法院審問之權利（公約第5條第4項）：遭逮捕或拘禁之人有請求法院儘速審查人身自由限制合法性之權利，此即人身保護令狀(habeas corpus)之要求。法院之司法審查，包括審查實體及程序上要件是否符合公約之合法性要求
。
三、公平審判之權利：公約第6條詳盡規定公平審判之權利，此公平審判亦可視為聽審權(Right to be heard)之保障。而此公平審判或聽審權之保障，係為確保當事人武器平等(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of Arms)、對造審理(the right to Adversarial Proceedings)及合理之判決(the right to a Reasoned Judgment)。此外，公約第6條第3項(b) (the right to have adequate facilitie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his defence.)亦是當事人武器平等原則之體現。以下分述之：
（一）公平、公開且合理期間受審權利（公約第6條第1項）：受刑事控訴時有權在合理時間內接受獨立、公正之法庭公開審理。本條項賦予被告於合理期間受審之權利，惟需釐清期間計算之始點及終點，換言之，何謂受刑事控訴？何時為適用公約第6條之始點？依照該公約第6條第1項文字解釋，合理期間要求之起始點及適用該條之始點為『受任何刑事控訴(any criminal charge against him)』，然而何謂受刑事控訴？究係指檢察官起訴始謂『受刑事控訴』，抑或始自被逮捕為警告知權利事項及所涉罪名時即視為本條所謂『受刑事控訴』。歐洲人權法院認為，所謂控訴(the term charge)，可解釋為有權機關正式告知其所犯之罪嫌，或有其他作為指涉被告所犯之罪，且已實質影響嫌疑犯。當偵查程序開始發動，且被調查者被正式告知知悉，或已開始被影響，如警察第一次詢問被告或搜索，均可視為被刑事控訴
。是以，該公約之適用之時點在於嫌犯實質被影響(substantially affected)
，蓋於警察第一次詢問被告或搜索時時(when he became a suspect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his situation was substantially affected.)，該嫌疑犯已知涉嫌犯罪且未來有被起訴之可能，則其所處之地位可視為公約第6條『受刑事控訴』，並非等到檢察官起訴時被告始有該條之適用，故此始點為一浮動狀態。再者，受審期間之終點應為終局判決(the judgment must become final )，此部分較無疑問。
（二）無罪推定原則（公約第6條第2項）：受刑事控訴者在依據法律證明犯罪前應推定為無罪。

（三）受刑事控訴者享有之最低基本權利（公約第6條第3項）：包括被告知罪名權利、武器平等（有足夠的時間及設備可以準備防禦的方法）、律師辯護權（接近訴訟代理人的權利）、和證人交互詰問的權利、請求免費翻譯員協助的權利。又公約第6條固規定公平審判之權利，然並非指於法院審理中之被告始可主張享有該條之權利。本條項規定受刑事控訴者得享有之最低基本權利，而此所指之受刑事控訴者(everyone charged with a criminal offence)，如前所述，應係指於嫌犯實質被影響(substantially affected)即可視為被刑事控訴，是以，在審理前之偵查期間(pre-trail investigation)，嫌疑犯或被告均可依公約第6條主張其權利，包括本條項最低基本權利之保障。

三、歐洲人權法院對於審前羈押期間之審查及公約之實踐：

一、公約第5條第3項、第6條第1項之競合關係：
依照前開說明歐洲人權公約對於合理期間受審權之要求，在公約第5條第3項、第6條第1項，均揭示被告有此權利。惟公約第5條第3項合理期間之受審權，係指自人身自由被拘禁之日起至法院一審判決之合理期間之要求，強調受審之被告處理拘禁之狀態；而第6條第1項合理期間之受審權，乃指嫌疑犯被實質影響而為刑事控訴之時起（警察為第一次詢問或搜索時）至法院終局判決之要求，不論受審被告是否處理拘禁狀態，均有該款之適用。準此，倘嫌疑犯曾被逮捕、羈押，且起訴後乃至法院終局判決，即同時有公約第5條第3項、第6條第1項之適用且有法條競合之情形。惟歐洲人權法院判決，在條文之適用上，原則以法院一審判決為一分水嶺，換言之，歐洲人權法院以公約第5條第3項檢視內國司法機關（包括偵查機關、審判法院）在一審判決前是否違反合理期間之要求，而以公約第6條第1項審查一審判決後之法院是否有盡到合理期間審理之義務。

二、審前羈押被告合理期間之受審權：

審前羈押(pre-trail detention)，乃指法官或法院核發羈押命令後至終局判決前之剝奪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身自由之法律狀態，在我國則包括偵查中羈押及審判中羈押此二階段，先予說明。而依照歐洲人權公約之規定，偵查中羈押被告可依公約第5條第3項、第6條第1項主張合理期間受審之權利，至審理中羈押之被告則可依公約第6條第1項主張合理期間之受審權。

依據公約第5條3款規定審前羈押期間需有限制，這是基於公約第6條第2項之無罪推定原則所導出之要求，依據公約之規定並無羈押期間上限之規定，且歐洲人權法院認為羈押之合理期間(reasonable time)，不能被解釋成固定之期間，也不可以依照所犯之罪之輕重來認定
。歐盟人權法院之判例法大部分均在處理羈押期間之爭議，並不代表被控之會員國並未違反內國羈押期間之上限即不違反公約第5條3款或第6條1款之規定。

三、歐洲人權法院對合理羈押期間之審查：

歐洲人權法院在Labita v Italy
此案建立審查羈押合理期間之基準模式，稱之為Labita test。而歐洲人權法院審查步驟為二：第一先審查繼續羈押(continued detention)之必要性。第二，審查內國（指會員國）偵查或審理機關有無盡勤勉義務(special diligence)
 。若繼續羈押之必要性未通過檢驗，則歐洲人權法院無須再行審查內國有無盡勤勉義務。在Labita案件中歐洲人權法院指出，在判例法中，關於羈押之合理期間無法抽象地評定，必須依據個案特殊狀況來考量。惟有在特別公共利益之需要遠超過尊重個人自由之原則時，繼續羈押始有正當性。繼續羈押合法性前提需有當初羈押時之合理懷疑(reasonable suspicion)，惟經過一段時間後，僅有合理懷疑之理由已不充足。在此情形下，法院（人權法院）必須審查司法機關是否有其他足以正當化剝奪人身自由之理由，而這裡由必須有關連性及必要性(relevant and sufficient reasons)，且法院必須確保內國司法審判機構在程序中有盡到勤勉之義務
。以下詳述歐洲人權法院審查之二步驟：

（一）審查繼續羈押(continued detention)之必要性
：
1.審查當初羈押被告之合理懷疑是否仍存在(the persistence of reasonable suspicion that the detainee has committed an offence)。
2.歐洲人權法院判例法建立以下四種可被接受繼續羈押之理由：如果釋放被告，則被告有逃亡之虞、或有妨害司法公正、或有再犯罪之虞、或有造成公眾安全之虞。

3.繼續羈押之理由需有關連性及必要性(relevant and sufficient reasons)：繼續羈押合法性前提需有當初羈押時之合理懷疑(reasonable suspicion)，惟經過一段時間後，僅有合理懷疑之理由已不充足。在此情形下，法院（人權法院）必須審查司法機關是否有其他足以正當化剝奪人身自由之理由，法院逐一審查是否有以上幾種可為繼續羈押之理由，且這裡由必須有關連性及必要性(relevant and sufficient reasons) ，倘發現未有關連性及必要性之理由，則直接認定違反公約5條3項合理期間之規定
。
（二）審查偵查或審理機關有無盡到勤勉之義務(whether the competent national authorities displayed "special diligence" in the conduct of the proceedings)：區別羈押之合理期間抑或羈押期間不當遲延之標準，需考量偵查或法院是否盡到勤勉義務，而是否盡到勤勉義務，有以下幾個標準可供參考：案件之複雜性（the complexity of the case）、被告之行為（the conduct of the accused）、偵查或法院之偵查或審理（the conduct of the national authorities）
.
    歐洲人權法院近幾年判決發現，案件進行超過二年有可能會違反公約第5條第3項，然而，即令案件進行未逾二年，若無充分顯示正當化案件進行期間之理由，亦有可能會違反公約第5條第3項。此外，超過二年以上之案件進行，亦不當然認定違反公約第5條第3項，例如在W v. Switzerland及Chraidi v. Germany案件，前案羈押期間長達四年，後者羈押期間長達五年半，人權法院認為在非常例外情形下，因為案件特殊性而不認為違反約第5條第3項
。
肆、我國審前羈押之合理期間
歐洲人權法院三令五申強調，審前羈押之合理期間，無法抽象地評定，即必須綜合個案來考量是否有違反公約第5條、第6條之規定，是以，國內學者主張需將羈押期間從四月縮減為二月，並無堅強且令人信服之理論基礎，況且，司法院大費周章推動刑事審判妥適法，企圖能解決審判中無限期羈押且積案久懸未決之困境，而制定出審判中之羈押期間累計不得逾八年之規定，惟是否真能比較保障羈押被告之人權，實值得再行深思。是以，與其大費周章試圖變革偵查或審理羈押期間之限制，不如回頭思考如何找出解決目前實務的困境—即學者抨擊偵查、審理羈押期間過長之問題。
至於國內學者
抨擊偵查羈押期間過長，理由在於認為：『我國法制偵查中得為二個月羈押，可再延長羈押一次，總計得羈押被告四個月，在立法例上屬於相當特殊之法制。偵查中得為長期間的四個月羈押，羈押期間顯然過長。對於偵查機關而言，除特殊案件外，有無必要如此長之羈押期間，恐無法以通案之方式予以詮釋。蓋因長期間的羈押容易流於濫權，經常會假借羈押之名義，進行實質的非法偵查行為。因而在實務運作方面，偵查一旦陷入困境，苦於無法突破時，長期間之羈押制度，正是偵查辦案人員保障。具體而言，目前處處可見，例如不應羈押而羈押或先押人再找證據之羈押等不合法的羈押即為顯例。』，是以，歸納學者意見認為偵查羈押期間過長之理由如下：（1）總計得羈押被告四個月，在立法例上屬於相當特殊之法制。（2）並非所有案件均需長達四個月之羈押期間。（3）長期間的羈押容易流於濫權，經常會假借羈押之名義，進行實質的非法偵查行為。
首先，學者抨擊我國羈押、延長羈押共計四個月，在立法例上屬於相當特殊法制之觀點。然我國法制是否無我國所特有，值得觀察。在27個歐盟國家中，某些成員國之內國法有羈押期間之限制，有些僅規定偵查中羈押期間之上線，有些則規定審判中羈押期間之上線，有些國家（如：比利時、丹麥、芬蘭、盧森堡、馬爾他、瑞典）則完全無規定，以下簡單製表如下
：
表一：

	國家
	偵查中羈押期間之上線
	審判中羈押期間之上線

	奧地利
	2年
	無

	比利時
	無
	無

	保加利亞
	2年
	無

	賽普勒斯
	3月
	無

	捷克
	無
	4年

	丹麥
	無
	無

	愛沙尼亞
	6月
	無

	芬蘭
	無
	無

	法國
	無
	4年

	德國
	無
	6月

	希臘
	1年
	無

	匈牙利
	無
	3年

	愛爾蘭
	24小時至7天
	無


	義大利
	無
	6年

	拉脫維亞
	無
	24月

	立陶宛
	18月
	無

	盧森堡
	無
	無

	馬爾他
	無
	無

	荷蘭
	104天
	無

	波蘭
	無
	2年

	葡萄牙
	無
	18月

	羅馬尼亞
	180天
	不超過被告所涉罪名法定刑之二分之一

	斯洛伐克
	25月
	48月

	斯洛維尼亞
	無
	2年 

	西班牙
	無
	不超過被告宣判刑之二分之一

	瑞典
	無
	無

	英國
	無
	無


由圖示可知歐盟27個國家中有10個成員國（奧地利、保加利亞、賽普勒斯、愛沙尼亞、希臘、愛爾蘭、立陶宛、荷蘭、羅馬尼亞、斯洛伐克）有規定偵查中羈押期間之上線，有12個成員國規定審判中羈押期間之上線，其中僅斯洛伐克同時規定偵查及審理中羈押期間之上線。而有規定偵查羈押期間上線之10個成員國中，除愛爾蘭(7天)、荷蘭(104天)、塞普勒斯(3個月)少於4個月外，其餘從180天至2年不等，換言之，歐盟27個國家中僅有3個國家規定偵查中羈押期間少於4個月，大體而言，我國偵查中羈押期限4個月並未較歐盟成員國特殊。再者，荷蘭亦是規定羈押14天、延長羈押最長90天，亦與我國立法例相近。由上可見，學者認為我國偵查中總計得羈押被告4個月屬相當特殊法制之觀點，顯有誤會。 

至於學者認為有無必要如此長之羈押期間，恐無法以通案之方式予以詮釋且長期間的羈押容易流於濫權等情，固非無見。然個案的狀況不一，無法將偵查羈押合理期間單一劃分均為二月或四月。檢察官有聲請羈押、延長羈押的權利，而法院為司法審查之監督、制衡之機關，故法官應盡其審查之義務，而非一昧以限縮偵查羈押期間來試圖解決複雜之問題，假使單純以抽象標準即可劃分決定合理之羈押期間，歐洲人權法院早在判例法中即可做出判決要求各會員國遵守，然人權法院並未如此為之，顯然羈押之合理期間，無法抽象地劃出規範之界線。故筆者認為應回歸法院審查面，建立法院審查羈押及延長羈押之審查基準，藉由法院審查確保羈押之合理期間。

目前我國法官決定羈押、延長羈押，需審查羈押法定要件，固無疑問。惟倘原來羈押之理由因時間之延展而薄弱，法官除審核法定羈押原因、理由外，尚須審核個案繼續羈押之必要性，而繼續羈押之必要性即與羈押之合理期間息息相關。是以，歐洲人權法院判例法所建立繼續羈押、羈押合理期間之審查標準，值得為我國建立法院審查延長羈押基準之參考。
筆者建議法院審查延長羈押可分為以下步驟。第一，先審查當初羈押之羈押原因，即被告之犯罪嫌疑仍然重大。第二，審查羈押理由之關連性及必要性。法官於審理延長羈押時，除審查當初羈押原因及理由外，尚須考量原來羈押理由是否因時間之延展而薄弱之情形，於此情形下，司法機關（檢察官及法官）於此則需負起舉證責任，證明尚有其他事證證明羈押理由之關連性及必要性。第三，審查羈押後司法機關（檢察官及法官）是否盡偵查之勤勉義務。換言之，即審查裁准羈押後至聲請延長羈押這段期間，司法機關是否進行實質調查證據或訊問證人、被告。倘依據個案之案情複雜性、被告行為及司法機關之偵查或審理作為等，具體綜合認定司法機關業已盡其勤勉義務，且已提供足夠理由說服仍有繼續羈押之必要，法院即需做出適當及合法之判斷。
前開建立之審查延長羈押審查標準，適用於審查偵查中羈押較無疑問，蓋檢察官於聲請延長羈押時，法院於審查犯罪嫌疑是否重大、羈押理由之關連性及必要性後，進一步審查檢察官於羈押期間是否盡其勤勉義務，藉此司法審查之監督，避免延長羈押之審查流於形式，進而實質確保個案之偵查羈押合理期間。然案件起訴進入法院審理後，審理中之延長羈押，由法官自行決定，倘被告或辯護人未對延長羈押裁定提出抗告，則上級法院無從審查原審法院之羈押審理期間是否合理。至99年4月23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之『刑事妥速審判法』規定，審判中之羈押期間，累計不得逾八年，該羈押期間已滿，仍未判決確定者，視為撤銷羈押，法院應將被告釋放。此規定可視為審理中羈押期間之上限，惟法院於審理中之羈押累計未超過8年，並不擔保法院之延長羈押之合法性，亦不意味八年為審理羈押之合理期間，如前所述，倘法院於審理期間並未盡其勤勉義務，僅流於形式進行審理期日，並未實質調查或審理，難認法官已極盡能事地妥速審理案件。準此，筆者認為，『刑事妥速審判法』之前開規定，並未正本清源解決實務上質疑羈押期間過長之根本問題，實應建立審查延長羈押審查標準，藉由法院之司法審查機制監督個案之羈押合理期間。
附錄一：偵查中閱卷權之再思考
壹、前言

貳、歐盟各會員國關於偵查中閱卷權之規定
參、歐洲人權公約及歐洲人權法院對於閱卷權之保障
一、歐洲人權公約之規定
二、歐洲人權法院對於閱卷權之判例法

肆、荷蘭閱卷權規定及實務運作

一、荷蘭刑事訴訟法規定
二、實務運作之實態

伍、我國閱卷權規定及未來修法建議

一、現行規範

二、修法建議

三、修正法條之草擬

附件：歐洲人權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壹、前言：

刑事訴訟法之目的，在於發現真實及保障人權，此二目的在制度設計及實務操作上屢有權利相衝突之處，被告閱卷權之限制即是最好之例證。國家刑罰權之發動，為發現真實，即賦予檢察官、法官於偵查、審判程序中偵查犯罪、調查證據之權利，而依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刑事程序主體之一的被告，應有要求公平審判及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之權利。基於公平審判原則，被告享有實質意義之當事人武器平等，而閱卷權之賦予始能充分體現被告之防禦權。

我國之刑事訴訟架構，在偵查程序中，立法者在被告防禦權保障與國家訴追欲發現真實之目的間，經價值權衡，採取國家偵查優勢之立場，排除被告及被告辯護人在偵查中之閱卷權，在進入審判程序後，被告辯護人始得檢閱全部卷證資料。而偵查中被告及律師完全無閱卷權，此一限制已於實質上影響被告之防禦權，尤其在被告遭檢察官聲請羈押之情形更為嚴重，蓋被告及律師無權要求閱覽與羈押相關之重要卷證，即無從得知檢察官申請羈押之理由及相關卷證，更遑論為實質之攻防與辯論。然而，倘賦予被告或律師偵查中之閱卷權，無疑增加檢察官偵查困難或有肇致案情隱諱之虞，是以，為兼顧發現真實、保障人權，並調節利益衝突，以達刑事訴訟法之國家刑罰權實現之目的，實有重新省思偵查閱卷權之必要。
閱卷權之限制，並非我國所特有之制度，而係普遍存在於採行控訴制度之法治國家，如歐洲各國，大都均或多或少限制偵查階段被告之閱卷權。首先，應先瞭解的是，簽訂歐洲人權公約（以下簡稱公約）之各歐洲會員國，均有遵守公約之義務。而依該公約第46條規定簽約當事國應遵守歐洲人權公約之終審判決，故各簽約國有遵守公約並將其轉化為內國法之義務，例如：荷蘭憲法第93條、第94條明定有遵守條約義務且當內國成文法與條約相抵觸時不得適用，換言之，歐洲人權公約及其他國際公約超越內國法(supra-national)優先適用。又歐洲人權公約允許個人以國家違反公約為由向歐洲人權法院控訴國家，而歐洲人權法院幾十年來所作之違反人權公約之判決，已對歐洲各國國內法造成相當大之衝擊，並促使許多國家修改其國內法，受影響最深的就是刑事法及刑事訴訟法。由於偵查中之閱卷權在歐洲人權法院判例法多有討論，應有值得參考借鏡之價值。

由此，本文以下將先略為簡介偵查中閱卷權在歐盟國家之規定，再介紹歐洲人權公約及歐洲人權法院關於偵查中被告閱卷權規定及基本保障。其次，因筆者目前在荷蘭奈美恩大學擔任訪問學者，將比較深入地介紹荷蘭刑事訴訟法關於閱卷權規定及實務運作情形。最後，試圖對我國目前制度提出個人淺見以為將來修法之參考。
貳、歐盟各會員國關於偵查中閱卷權之規定：
閱卷權之限制，並非我國所特有之制度，歐盟各會員國關於偵查中閱卷權之規定，值得觀察，簡單將各國制度以表格方式介紹如下
：

	國家
	偵查閱卷權
	閱卷權之行使主體
	有無限制？
	限制範圍或理由
	備註

	奧地利 (Austria)
	有
	被告
	有。由偵查法官決定。
	有危害偵查之虞
	實務上，警察無義務且不會揭示卷宗資料予嫌疑犯或律師，故多數律師傾向建議嫌疑犯在警詢中行使緘默權。

	比利時(Belgium)
	有
	被告及律師
	無
	
	被告及律師於出庭前48小時可閱卷。而律師不可影印卷宗，但可接觸被告取得之卷證資料。

	愛沙尼亞(Estonia)
	原則：無

例外：被告羈押時，律師可檢閱被告筆錄。
	律師
	有
	限於僅可檢閱羈押被告筆錄
	被告偵查中完全不可閱卷，無任何例外。律師閱卷後可將影印卷證資料給被告、共同被告律師及第三人。

	法國(France)

	有
	律師
	無
	
	律師閱卷後可將影印卷證資料給被告、共同被告律師，但不可給第三人。

	德國(Germany)
	有
	律師
	有。
	偵查案件繼續中且有害偵查有效性
	1.被告之筆錄應於訊問後立即交付之。2.當檢察官偵查完畢後應交付全部卷證資料。3律師可將影印卷證交被告，非經得檢察官或法院許可不可將影印卷證給第三人。

	
	
	被告：近來案例指出允許無辯護人之被告請求閱卷權。
	
	
	

	匈牙利(Hungary)
	有
	被告及律師
	有
	限於與被告有關之卷證資料始可閱覽。但有些卷證仍可禁止閱覽，例如基於保護證人。
	當被認定為嫌疑犯時即可要求閱覽部分卷證

	義大利(Italy)

	有
	被告及律師
	有
	被告羈押時，僅限於與羈押有重要關係之卷證始可閱覽。又檢察官可基於串證、串供、湮滅或毀損證據之虞等理由，禁止閱覽部分卷證。
	1.當被認定為嫌疑犯時即可要求閱覽卷證。2.被告不可影印卷證資料，律師可影印卷證資料後交給被告或第三人。

	拉脫維亞(Latvia)
	有
	被告及律師
	有
	限於被告筆錄或被告提供之證據資料
	

	立陶宛(Lithuania)
	有
	被告及律師
	有
	向檢察官請求閱卷，檢察官可以妨害偵查為由拒絕閱覽。 
	檢察官拒絕被告或律師閱卷後，被告或律師可向法官抗告。

	荷蘭
(Netherlands)
	有
	被告及律師
	有
	檢察官或偵查法官可基於刑事偵查利益拒絕閱覽部分卷證，但被告筆錄不可限制閱覽。
	被告對於檢察官或偵查法官限制閱覽之決定，可向地院合議庭法官提出抗告。

	波蘭 (Poland)
	有
	被告及律師
	有
	需經檢察官許可始可閱卷
	實務上，偵查中閱卷權嚴格被限制。

	西班牙
(Spain)
	法未明文規定偵查階段是否可閱卷。
	 
	
	
	實務上，警察不讓律師閱卷，亦禁止第一次偵訊被告前律師與被告之接觸。故多數律師建議被告在第一次訊問時保持緘默。

	英國
(UK)
	有
	被告及律師
	有
	倘檢察官認為有影響公眾利益之虞，可向法官聲請不向被告揭示該項證據。
	


從表列13國家中可大致歸納出以下幾點值得觀察之處：

一、表列中有12個國家之刑事訴訟制度規定被告或律師在偵查中得享有全部或部分之閱卷權，另外西班牙之法律並未明文規定偵查中是否得閱卷。至於波蘭法律固明定得向檢察官請求閱卷，但在實務操作上卻嚴格限制偵查之閱卷權。

二、表列13個歐盟成員國中（除西班牙外），愛沙尼亞、法國閱卷權行使主體為律師，奧地利只有被告可閱卷，其餘9會員國閱卷權行使主體均為被告及律師（德國原則上律師為行使閱卷權主體，例外當被告無辯護人時可行使閱卷權）。

三、在表列除西班牙外之12國家中，匈牙利、義大利、拉脫維亞等國之刑事訴訟法規定僅得閱覽有關被告、或攸關認定被告羈押理由之證據。奧地利、德國、匈牙利、立陶宛、荷蘭等國家規定若有危害偵查目的、妨害偵查，或有妨害司法程序，或為繼續偵查、保護證人等目的，可限制部分或全部之閱覽權，其中立陶宛、荷蘭亦規定被告、律師對此限制有救濟之權利。

四、綜合以觀，歐盟成員國普遍開放偵查中之全部或部分閱卷權，僅是偵查中閱卷權之限制、範圍各有不同。
參、歐洲人權公約及歐洲人權法院對於閱卷權之保障
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主導簽訂之歐洲人權公約（以下簡稱該公約）已被歐盟國家內國法化，該公約可以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章（第2條到第18條）規定主要基本權利和自由，第二章（第19到51條）則規定歐洲人權法院及其運作規則，第三章則是其他各式各樣的條款
。公約並未明文規定被告或律師閱卷之權利，然而歐洲人權法院依公約第5條第4項及第6條第1項、第3項b款推導出被告享有閱卷之權利。以下先介紹公約條文，再觀察歐洲人權法院二則關於閱卷權之重要案例：

一、歐洲人權公約之規定：
（一）請求法院審問之權利（公約第5條第4項）：遭逮捕或拘禁之人有請求法院儘速審查人身自由限制合法性之權利，此即人身保護令狀(habeas corpus)之要求。法院之司法審查，包括審查實體及程序上要件是否符合公約之合法性要求
。

（二）公平審判之權利：公約第6條詳盡規定公平審判之權利，此公平審判之要求可視為聽審權(Right to be heard)之保障。而此公平審判或聽審權之保障，係為確保當事人武器平等(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of Arms)、對造審理(the right to Adversarial Proceedings)及合理之判決(the right to a Reasoned Judgment)。此外，公約第6條第3項(b)有充足時間及機會準備防禦之權利(the right to have adequate time and facilitie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his defence.)，亦是當事人武器平等原則之體現。以下分述之：
（1）公平、公開且合理期間受審權利（公約第6條第1項）：受刑事控訴時有權在合理時間內接受獨立、公正之法庭公開審理。本條項賦予被告於合理期間受審之權利，惟偵查期間被告是否有受公平受審之權利？此問題之爭點在於適用公約第6條始點為何？依照該公約第6條第1項文字解釋，合理期間內公平審理要求之始點為『受任何刑事控訴(any criminal charge against him)』，然而何謂受刑事控訴？究係指檢察官起訴始謂『受刑事控訴』，抑或始自被逮捕為警告知權利事項及所涉罪名時即視為本條所謂『受刑事控訴』，不無疑問。歐洲人權法院認為，所謂控訴(the term charge)，可解釋為有權機關正式告知其所犯之罪嫌，或有其他作為指涉被告所犯之罪，且已實質影響嫌疑犯。當偵查程序開始發動，且被調查者被正式告知知悉，或已開始被影響，如警察第一次詢問被告或搜索，均可視為被刑事控訴
。是以，該公約第6條第1項在於嫌疑犯實質被影響(substantially affected)
 即有適用。蓋於警察第一次詢問被告或搜索時，該嫌疑犯已知涉嫌犯罪且未來有被起訴之可能，則其所處之地位可視為公約第6條之『受刑事控訴』，並非等到檢察官起訴時被告始有該條之適用，故此始點為一浮動狀態。
（2）受刑事控訴者享有之最低基本權利（公約第6條第3項）：該條項a款至e款列舉被告享有之最低權利保障，包括：被告知罪名權利、武器平等（有充分時間、機會可為防禦之準備）、律師辯護權（接近訴訟代理人的權利）、和證人交互詰問的權利、請求免費翻譯員協助的權利。又公約第6條固規定公平審判之權利，然並非指於法院審理中之被告始可主張享有該條之權利。本條項規定受刑事控訴者得享有之最低基本權利，而此所指之受刑事控訴者(everyone charged with a criminal offence)，如前所述，應係指於嫌犯實質被影響(substantially affected)即可視為被刑事控訴，是以，在審理前之偵查期間(pre-trail investigation)，嫌疑犯或被告均可依公約第6條主張其權利，包括本條項最低基本權利之保障。

二、歐洲人權法院對於閱卷權之判例法：

（一）Lamy 控訴比利時(Belgium)案件：

歐洲人權法院於1989年3月30日宣判Lamy控訴比利時之案件。於1983年2月18日，比利時地方法院之偵查法官訊問比利時籍之Lamy並簽發逮捕令逮捕之，同年2月22日Lamy在律師陪同下帶至地方法院合議庭法官(chamber du conseil)前，合議庭法官聽取偵查法官、律師雙方意見後，認為基於公共安全利益考量，裁定維持原偵查法官之逮捕決定而羈押之，被告旋於2月23日上訴高等法院，高等法院於3月10日駁回被告上訴，被告再於3月11日上訴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亦於同年5月4日駁回上訴。依照比利時內國法規定被告羈押前30天不可接觸卷證資料，Lamy主張在逮捕乃至被羈押之前30天內，被告及律師均無法閱覽全部卷宗，導致無法實質辯護逮捕及羈押之合法性，而違反公約第5條第4款規定。歐洲人權法院認為，本件被告逮捕羈押前30天內無法接觸卷證資料，特別是無法閱覽偵查法官及警察之報告，致被告無法就逮捕、羈押與否為實質之辯護，是以，未提供被告充足機會挑戰逮捕、羈押之合法性，致未確保當事人武器之平等，難認符合對審之公平程序要求，故判決被控訴之比利時有違反公約第5條第4款之規定
。是以，在該案中歐洲人權法院認為在進行人身保護令狀之司法審查時，除審查實體之逮捕、羈押要件，尚須審查程序上是否符合武器平等及對審制度之要求，進而推導認可被告為實質辯護羈押合法性時得接觸、閱覽卷宗之權利。

（二）Garcia Alva 控告德國(Germany)案件：
歐洲人權法院於2001年2月13日宣判秘魯籍Garcia Alva控訴德國之案件。在該案件中，德國柏林警方調查Garcia與其他人涉犯販賣毒品之案件，於1993年3月間，因他案判刑被告K在另案以證人身分作證時，指證Garcia曾在柏林公寓為第三人持有古柯鹼並販賣古柯鹼給證人K，同年4月6日開啟預審調查程序(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s)，Garcia並於同日被逮捕，警方於4月7日詢問Garcia後，柏林地方法院羈押法官(detention judge)於同日法院核發逮捕令狀，嗣於5月27日柏林地方法院裁定延長羈押。Garcia律師自4月8日起即要求檢察官、法院閱卷，尤其是關於重要證人K之證詞，但均為檢察官、柏林地方法院、柏林上訴法院以有可能影響繼續偵查、或有串證之虞等理由所拒絕，同年8月9日Garcia向聯邦憲法法庭提出憲法訴訟，於同年8月13日律師取得證人K證言中關於被告Garcia之部分影印卷證，然被告律師再於8月23日要求檢閱證人K證言之全部卷證仍為所拒，嗣於同年9月13日檢察官通知被告律師及聯邦憲法法庭已無拒絕閱覽全部卷宗之必要，故聯邦憲法法庭在被告同意下未繼續進行憲法訴訟。Garcia向歐洲人權法院控告德國違反公約第5條第4項，其主張逮捕羈押之重要依據為證人K之指證，惟其於法院審查羈押程序期間，無法閱覽關於證人K全部卷證及知悉證人完整之證詞，致律師無法質疑證人之可信性並無法就被告涉犯販賣毒品之罪嫌提出抗辯。歐洲人權法院於本案中認為：(1)法院審查逮捕、羈押之合法性（lawfulness）必須審查程序、實質要件是否符合合法性之要件，法院在審查羈押時，應提供司法程序之保障，該程序必須對造審理（adversarial trail）及確保武器平等（ensure equality of arms），因此言詞審理（hearing）是必要的，這些要求源自於公約第6條對於公平審判 (fair trail) 之規定
，又依據法院形成判例法關於公約第6條關於『受刑事控訴者』之解釋，係指已受實質影響之嫌疑犯，是在審前階段(pre-trail proceedings)即有公約第6條之適用。（2）法院於本案認為：德國檢察官基於內國刑事訴訟法第147條第2項規定，以有妨害繼續偵查為由拒絕被告律師檢閱證人K之卷證。人權法院固肯認刑事偵查有效性之必要，然此合法之目的不能因此實質限制被告之辯護權，因此，被告律師有權以適當之方式接觸攸關羈押合法性之重要卷證資料。故本案被告無機會接觸重要證人K之證言，導致被告無法實質辯護挑戰羈押之合法性，法院認為違反公約第5條4項之規定
。
三、小結：

從上二案件觀察歐洲人權法院判例對於閱卷權之見解，可發現歐洲人權法院認為內國國家在審查羈押要件時，需檢視實體及程序上要件，而依據公約第5條4項、公約第6條條文推演出程序上保障之要求，包括：對造審理（adversarial trail）、武器平等（ensure equality of arms）、言詞審理（hearing）及適度之閱卷權等保障。而歐洲人權法院在Garcia Alva案件中指明『被告律師』有權以適當之方式接觸攸關羈押合法性之重要卷證資料，以為『被告』進行實質辯護，並非直接指明『被告』得接觸卷宗資料，其言外之意為何頗耐人尋味。是以，或許可以這樣說，歐洲人權法院在權衡被告防禦權及國家偵查有效、必要性之法益衝突下，選擇賦予被告律師接觸卷證之閱覽權，然此閱卷權源自被告，僅是行使權限在於被告律師
。
肆、荷蘭閱卷權規定及實務情形：

一、荷蘭刑事訴訟法規定：
關於被告之閱卷權規定在荷蘭刑事訴訟第30條至33條。在荷蘭訴訟制度下，被告及律師均享有相同閱卷之權利，原則上，審前偵查階段(pre-trail investigation)即警詢及偵查法官偵查階段，被告及律師即可要求閱卷，惟倘因偵查需要或有妨害偵查之虞，偵查法官及檢察官可決定暫時不讓被告及律師接觸部分卷證資料。惟依照荷蘭刑事訴訟法第33條規定，當偵查法官偵查完畢，或被告收到通知案件將起訴，或被告收到至法院審理之『傳喚及起訴通知書』(notice of summons and accusation)或檢察官之刑罰命令(penal order )
，被告及律師即有權要求閱覽所有卷證資料
，以下分述之：

（1） 閱卷權主體：被告及律師均享有閱卷權（刑事訴訟法第30條1項）。

（2） 閱卷權行使始點：偵查階段(pre-trail investigation)即警詢及偵查法官偵查階段，被告及律師可要求閱卷（刑事訴訟法第30條1項）

（3） 閱卷權之限制：

（1） 決定主體：檢察官或偵查法官（刑事訴訟法第30條2項）。

（2） 限制理由：因偵查需要或有妨害偵查之虞，偵查法官及檢察官可決定暫時不讓被告及律師接觸部分卷證資料（刑事訴訟法第30條2項）。

（3） 不可限制閱卷之客體：被告筆錄或被告、辯護人在場所製作之筆錄，不可限制閱覽之
。（刑事訴訟法第31條）

（四）閱卷權限制之程序保障：

（1）書面通知：限制閱覽之決定必須以書面通知被告（刑事訴訟法第30條2項）。

（2）救濟管道：被告可以無足夠理由限制閱覽為由，於14天內向地院合議庭法官提出抗告。（刑事訴訟法第32條）

二、實務運作之實態：

荷蘭刑事訴訟法並未明定刑事卷宗(criminal file)之意義，故荷蘭檢察官有廣大裁量權決定哪些資料要放在被告刑事卷宗內。荷蘭最高法院認為凡攸關法官作成判決之卷證資料均需放在被告刑事卷宗中，且法官有權要求檢察官將此資料放入被告之刑事卷宗，惟實務運作上仍造成一些困擾，例如：警察提供證人指認犯罪嫌疑人之照片覽表，只要該指認照片覽表不放入卷宗或法官未要求放入卷宗，即不會成為被告刑事卷宗之檔案資料。但是，倘被告提出與該指認照片有關之抗辯，法官考量保護偵查之進行及照片中他人之隱私，可限制僅律師可閱覽該指認照片覽表
。

筆者於民國99年6月25日、6月30日專就偵查閱卷權實務運作之議題先後拜會荷蘭法務部法制處Mr. P.A.M. Verrest及安恆地檢署檢察官Mr. Raymond van Raaij，以下僅就訪談內容整理如下：

一、嫌疑犯被逮捕時起享有偵查閱卷權：

依照荷蘭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辯護人於偵查階段有權可接觸偵查卷證，實務運作上，當被告被逮捕之時起，即可有權要求閱覽卷證。又實務上，應放入被告刑事卷宗之資料，常有未立刻放入卷宗之情形，致被告或律師於聲請閱卷之時點，未能閱覽到全部之卷證資料。例如：警察應製作之報告未及時製作完畢，或因鑑定報告尚未回覆等情形。 
二、荷蘭刑事訴訟法第30條2項限制閱覽之實務運作：

（一）以有偵查必要為由限制被告之部分閱卷權，檢察官及偵查法官享有廣大之裁量空間：

因偵查需要或有妨害偵查之虞，於偵查中可暫時不讓被告及律師接觸部分卷證資料，此決定權在偵查法官或檢察官。荷蘭檢察官認為案件有必要時，在偵查階段即可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49條規定要求偵查法官啟動預審調查程序，偵查法官負責審查逮捕合法性、羈押要件及為發現事實所為之強制處分（包括搜索、扣押、監聽等）、訊問被告及證人，故在預審偵查程序中，偵查法官可基於案件偵查需要而暫時限制閱覽權，此外，在未開啟預審偵查程序之案件，則由檢察官自行決定是否限制偵查之閱卷權。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0條2項規定可暫時限制被告及律師之閱覽權，實務操作上，偵查法官或檢察官有廣大裁量空間，例如：在被告羈押、延長羈押案件中，原則上，檢察官或偵查法官會以案件仍繼續進行之偵查考量暫時限制閱覽偵查卷證，但依刑事訴訟法第30條2項規定，被告筆錄或在被告、辯護人在場所製作之筆錄不可限制閱覽，藉此保障被告抗辯逮捕、羈押合法性之防禦權，進而符合歐洲人權公約之要求。

（二）檢察官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0條2項規定，基於偵查必要暫時限制閱覽，於實務運作上並未發生解釋或適用上之困難：

案件是否有偵查需要或有妨害偵查之虞而需限制閱卷，實務上由檢察官或偵查法官依據個案情節各別認定，且荷蘭法務部並無任何指導檢察官如何具體認定之內部規範或準則(guideline)。檢察官Mr. Raymond van Raaij認為個案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0條2項『有偵查需要或有妨害偵查之虞』認定之，該法律構成要件在實務運作上並未造成解釋或適用上之困難，不需要任何內部之指導或規範。

（三）限制閱覽之簡要書面通知：
依照刑事訴訟法第30條2項，檢察官或偵查法官限制閱覽之決定必須以書面通知被告。此通知書不會告知被告具體禁止閱覽之卷證項目，僅會載明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0條2項有偵查必要禁止閱覽部分卷證。故實務上之通知書簡單扼要，僅載明案件編號、被告年籍、法律依據及檢察官或偵查法官之簽名。

（四）限制閱覽後被告之救濟，法官大多支持檢察官或偵查法官之認定：

檢察官Mr. Raymond van Raaij表示，依據其近十年之辦案經驗，檢察官限制被告閱覽權後，倘被告或律師抗告，法官原則上都會支持檢察官之意見。倘法院不支持檢察官看法，則命令檢察官揭露證據。

三、檢察官有權命令律師不可私下相互接觸：

倘案件中檢察官認為共同被告之被告訊問內容必須隔離且有禁止閱覽卷證之必要，可以命令方式要求雙方被告律師不可私下接觸，倘律師有違反，雖無刑罰之處罰，惟檢察官可將律師送律師懲戒委員會，輕者懲戒或停業幾個月，重者則在律師公會除名。檢察官表示此制度運作良善之前提，在於整體對律師之信賴，其他歐洲國家固質疑律師之素質將影響制度運作之成效，然目前荷蘭此機制運作尚稱良善。

四、偵查之不公開採取較為寬鬆、彈性之作法：

荷蘭刑事訴訟法最早繼受法國之制度，法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律師可將影印偵查卷證資料給被告及共同辯護人，但不可將資料給第三人，但荷蘭於此則採較為寬鬆之制度，換言之，在運作上，被告及律師在偵查中閱卷後取得之資料是可提供予共同被告或第三人，而依據律師守則第10條第2項固規定律師不可將偵查中資料給記者或媒體，惟於實務上，律師常將偵查中資料洩漏給記者或媒體知悉，但律師多會抗辯檢察官洩漏給記者或媒體知悉的資料更多，基於當事人武器平等原則，律師當然亦可將資料給第三人，包括媒體。此外，荷蘭刑事訴訟制度允許檢察官基於偵查之需要，可將偵查中資料告知第三人。簡言之，荷蘭對於偵查不公開採取較為寬鬆、彈性之作法，且並無相關處罰之規定。

五、偵查中之閱卷並未對荷蘭檢察官之偵查作為造成衝擊：

荷蘭檢察官Mr. Raymond van Raaij表示荷蘭制度設計相當簡單，原則上偵查中卷證被告、律師、被害人均可以接觸，但只要檢察官或偵查法官認為有偵查必要，均可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0條第2項以偵查必要為由限制之。故被告、律師可閱卷、影卷，亦可將卷證資料給共同被告、證人、第三人，包括媒體。因為檢察官或偵查法官認為有偵查必要而限制閱卷之裁量範圍很大，且被告、律師向法官抗告後，法官亦多支持檢察官或偵查法官之決定，故在實務運作上，檢察官認為被告、律師之偵查中閱卷權，並不會影響實務上偵查之進行。

伍、我國閱卷權規定及未來修法建議：

一、現行規範：

我國基於偵查不公開原則，於偵查中被告及律師完全無閱卷權。我國刑事訴訟法第33條為有關閱卷權之規定，該條文於96年修法前原規定：「辯護人於審判中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錄或攝影。」，然於96年7月4日修增第33條第2項規定：「無辯護人之被告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內筆錄之影本。但筆錄之內容與被告被訴事實無關或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者，法院得限制之。」。是以，比較修法前、後刑事訴訟法第33條之規定可知，我國刑事訴訟法於96年修法前，行使閱卷權之主體為辯護人，並非被告；然於修法後始賦予無辯護人之被告閱錄卷證之權利。

至於閱卷權行使之始點，刑事訴訟法第33條明定為「審判中」，其立法修正理由
為：「依刑事訴訟法第245條之規定，偵查不公開之，如許偵查中選任之辯護人對於卷宗及證物檢閱、抄錄或攝影，則不僅實質尚有損偵查不公開之原則，且難免影響偵查之正常進行，自不應准許。爰修正本條增列『在審判中』四字，以示辯護人檢閱卷宗證物及抄錄攝影，以審判程序中為限。」。從而，在偵查程序中，立法者在被告防禦權之保障與國家訴追目的之間，經過法益衡量之折衝，為免影響真實之發現，故全面排除被告或其辯護人在偵查中之閱卷權，惟案件偵查終結且進入審判程序後，辯護人、被告則有權閱覽全部卷證，以此保障被告之辯護權，進而充實當事人武器平等之要求。 
準此，依刑事訴訟法第33條之反面解釋及立法理由可知，限制偵查中被告或其律師閱覽卷宗權利，無非基於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項偵查不公開之原則及為保障國家發現真實之訴追目的。而偵查不公開制度之設計，一方面係基於無罪推定原則保障被告人權，一方面為發現真實而有保全人犯及證據之必要，惟犯罪偵查之合法目的不能因此實質限制被告之辯護權，是以，是否賦予刑事訴訟程序主體地位之被告享有偵查中閱卷權，藉此充實被告有效防禦權，值得我國再行思考。
二、修法建議：
我國雖非歐盟或歐洲人權公約之簽約國，然歐洲人權公約、歐洲人權法院或荷蘭對於基本人權及自由之保障，應有許多值得參考借鏡之處，亦可為未來修法之參考。而閱卷權制度之設計，本為刑事訴訟制度下保障人權、發現真實間權衡後之結果，至於歐洲國家閱卷權之相關制度，並非全然適合我國國情而理當概括繼受，而是當我國刑事訴訟制度在保障被告人權上漸與世界潮流接軌之際，提供我國朝人權保障之思考新方向。

倘欲開放偵查中之閱卷權，有以下面向需審慎全盤思考，包括誰有權可閱卷？何時可以開始閱卷？誰可決定限制閱覽卷證？如何決定閱覽卷證範圍？是否賦予被告救濟權？又洩密後之處罰為何？以下本文僅就未來修法提出個人淺見：

（一）偵查中閱卷權之最低保障—限於攸關羈押之重要卷證始可閱覽
刑事訴訟程序之偵查階段，主要目的在於犯罪事實之調查及真實之發現，倘偵查程序一開始即將偵查全部公開，則將導致難以負擔之偵查困難及案情隱諱之可能，是以，檢察官在偵查階段享有資訊之優勢，乃是基於刑事訴訟制度下發現真實之要求，實無從非難。然而，從前開歐洲人權法院判例中可觀察出當法院在衡量羈押被告人身自由受侵害之際，法院對於基本人權及自由保障即採取相對較高標準之保障。蓋羈押乃限制人身自由最甚之強制處分權，故在法院進行人身保護令狀之司法審查時，為使被告得實質辯護挑戰羈押之合法，賦予被告辯護人有權以適當之方式接觸攸關羈押合法性之重要卷證資料，儼然已成為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最低保障。準此，本文認為因羈押之本質，實係憲法保障人民身體自由、訴訟權之個人權利與國家達成刑罰權之重大公益之衝突，應適度開放偵查中之閱卷權，並侷限在對羈押被告決定具有重要性的事實及證據始賦予閱卷權，藉此實質充實被告辯護羈押之合法性，而得兼顧保護人身自由、個人之訴訟權及國家發現真實之法益，始謂符合憲法第23條比例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之要求。
（二）偵查中閱卷權之主體
依照我國目前現制審判中行使閱卷權之主體原則上為辯護人，例外賦予無辯護人之被告閱錄卷證之權利。倘未來欲修法開放閱卷羈押重要卷證權利時，則考量是否與審判中閱卷權之行使採行同樣之方式？倘於偵查中賦予被告律師得閱覽攸關羈押合法性之重要卷證資料，而無辯護人之被告則允許被告自行閱卷，在實務上恐會發生操作上之困境，蓋無選任辯護人之羈押被告，一般並非熟稔法律之人，即令允許偵查中其得檢閱攸關羈押理由之重要資料，實難期待被告對羈押要件及卷證能夠掌握，進而能有效、充份之辯護，是以，筆者認為當被告無選任辯護人時，國家亦應提供其有效辯護羈押合法性之機會，故法院可經被告聲請指定公設辯護人為其辯護，一來被告可透過公設辯護人達到有效且最佳之辯護，二來因公設辯護人立場較為公正，其並非純然為被告利益之代表，其亦負有促進真實發現之義務。再者，制度設計上賦予無選任辯護人之被告可聲請指定公設辯護人為其辯護，在實務運作上亦可免去等待被告選擇及等候辯護人之時間。何況，因公設辯護人具有公務員身分，較能期待其無洩漏偵查重要卷證之可能，即令有洩漏之情形，亦可依刑法第132條第1項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機密罪處罰之。此外，倘被告選擇既不選任辯護人亦不向法院聲請指定公設辯護人，則法律不保障在權利上睡覺的人，在制度設計上，亦無強制指定公設辯護人為其辯護羈押合法性之必要。

（三）偵查中閱卷權聲請、行使之始點：

在僅限於得閱覽攸關聲請羈押重要卷證前提下，本文認為當檢察官訊問被告而為聲請羈押之諭知，且依刑事訴訟法第101第2規定告知被告及其辯護人羈押所依據之事實並記載於筆錄後，被告律師即可聲請閱覽攸關聲請羈押重要卷證，若被告無選任辯護人，則檢察官可告知得向法院聲請指定公設辯護人。惟律師或經指定之公設辯護人須待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羈押並遞交羈押聲請書及相關卷證資料後，始可接觸卷證資料。
（四）偵查中閱卷權之限制及救濟：

偵查中羈押被告閱卷權之開放，勢必造成實務衝擊及負面效應，故在考慮到恐將妨害偵查之繼續進行或重要證人曝光之危險等因素，在立法上應授權個案裁量以適度限制之。依此，修法時則須思考限制閱覽卷證範圍？限制閱覽卷證權之主體？及是否應賦予被告救濟之權利？

參照荷蘭及歐盟其他國家關於現制偵查閱卷權之理由不外乎為有危害偵查目的、妨害繼續偵查，或有妨害司法程序，或為保護證人等目的，可例外限制部分或全部之閱覽權。而我國審判中閱卷權亦有類似之規範，刑事訴訟法第33條但書規定：『但筆錄之內容與被告被訴事實無關或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者，法院得限制之。』，亦應可為偵查中羈押閱卷權限制之參考。
在我國刑事訴訟制度下，檢察官立於偵查主體地位，主導案件之偵查進行並掌握全部卷證資料，是以，就攸關聲請羈押理由之事實及相關證據，是否有妨害案件繼續進行或為保護證人之利益而有限制閱覽卷證之必要及限制閱覽之範圍，檢察官基於實現刑事訴訟法發現真實及保障人權之目的，應責無旁貸負責把關並決定是否限制閱覽卷證資料及限制之範圍。倘被告律師或經指定之公設辯護人對於檢察官閱覽卷宗限制之處分不服，應可透過解釋，得直接適用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或變更之。
（五）偵查中閱卷權與偵查不公開

偵查中被告檢閱羈押重要卷證之權利一旦開放後，勢必對偵查不公開造成莫大之衝擊，是以，如何防範被告或辯護人（包括選任辯護人、公設辯護人）將律師接觸卷宗資料取得之訊息揭露或洩漏他人，實為實務操作上之一大難題。準此，本文認為依照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審理中之閱卷，辯護人得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或攝影，倘日後修法開放偵查中被告辯護人得檢閱羈押重要卷證之權利，惟基於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項偵查不公開之原則，應在辯護人行使閱卷權之方法、手段上為適度之限制，以保障偵查案件之繼續進行及第三人之隱私，故筆者認為辯護人或經法院指定之公設辯護人於偵查中僅得檢閱攸關羈押之重要卷宗及證物，不得抄錄或攝影，盡量避免偵查中案件之卷證資料外洩之風險。
其次，依照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3項規定：『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辯護人、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除依法令或為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不得公開揭露偵查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項。』，該條項固未明定違反之法律效果，惟倘被告或被告辯護人將偵查中知悉之卷證資料外洩，仍涉有刑責，被告、選任辯護人可依刑法第132條第3項處罰之，因公設辯護人為公務員，可依刑法第132條第1項規定處罰。

三、修正法條之草擬

倘未來修法欲開放攸關羈押重要卷證之偵查中閱卷權，為使辯護人可檢閱關於羈押之重要卷證資料，以實質保障被告辯護權及充實被告武器之平等，建議可修定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33條如下：
（1） 在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修正為：『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或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護；其他審判案件，低收入戶被告未選任辯護人而聲請指定，或審判長認有必要者，或檢察官聲請羈押之案件而被告未選任辯護人而聲請指定者，亦同。』
（2） 增定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3項：『辯護人或經法院指定之公設辯護人於偵查中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但偵查筆錄、證物之內容與被告被聲請羈押之事實、理由無關或足以妨害本案或他案之偵查，或涉及國家機密或當事人、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或為保護證人者，檢察官得限制或禁止之。』。倘對於檢察官閱覽卷宗限制之處分不服，應可透過解釋，得直接適用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或變更之，而無修法之必要。
附件：歐洲人權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Article 5 
Right to liberty and security 
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liberty and security of person. No one shall be deprived of his liberty save in the following case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a procedure prescribed by law: 

(a) the lawful detention of a person after conviction by a competent court; 

(b) the lawful arrest or detention of a person for non-compliance with the lawful order of a court or in order to secure the fulfilment of any obligation prescribed by law; 

(c) the lawful arrest or detention of a person effected for the purpose of bringing him before the competent legal authority on reasonable suspicion of having committed an offence or when it is reasonably considered necessary to prevent his committing an offence or fleeing after having done so; 

(d) the detention of a minor by lawful order for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al supervision or his lawful detention for the purpose of bringing him before the competent legal authority; 

(e) the lawful detention of perso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the spreading of infectious diseases, of persons of un-sound mind, alcoholics or drug addicts or vagrants; 

(f) the lawful arrest or detention of a person to prevent his effecting an unauthorised entry into the country or of a person against whom action is being taken with a view to deportation or extradition. 

2. Everyone who is arrested shall be informed promptly, in a language which he understands, of the reasons for his arrest and of any charge against him. 

3. Everyone arrested or deta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paragraph 1 (c) of this Article shall be brought promptly before a judge or other officer authorised by law to exercise judicial power and shall be entitled to trial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or to release pending trial. Release may be conditioned by guarantees to appear for trial. 

4. Everyone who is deprived of his liberty by arrest or detention shall be entitled to take proceedings by which the lawfulness of his detention shall be decided speedily by a court and his release ordered if the detention is not lawful. 

5. Everyone who has been the victim of arrest or detention in contraven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rticle shall have an enforceable right to compensation. 

Article 6 
Right to a fair trial 
1.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his civi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r of any criminal charge against him, everyone is entitled to a fair and public hearing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by an independent and impartial tribunal established by law. Judgment shall be pronounced publicly but the press and public may be excluded from all or part of the trial in the interests of morals, public order or national security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where the interests of juveniles 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private life of the parties so require, or to the extent strictly necessary in the opinion of the court in special circumstances where publicity would prejudice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2. Everyone charged with a criminal offence shall be presumed innocent until proved guilty according to law. 

3. Everyone charged with a criminal offence has the following minimum rights: 

(a) to be informed promptly, in a language which he understands and in detail, of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accusation against him; 

(b) to have adequate time and facilitie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his defence; 

(c) to defend himself in person or through legal assistance of his own choosing or, if he has not sufficient means to pay for legal assistance, to be given it free when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so require; 

(d) to examine or have examined witnesses against him and to obtain the attendance and examination of wit-nesses on his behalf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as witnesses against him; 

(e) to have the free assistance of an interpreter if he cannot understand or speak the language used in court. 
� 參Pre-trail Deten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A.M. van Kalmthout, M.M. Knapen, C. Morgenstern, Wolf Legal Publisher(WLP), p55


� 參見Rechter-commissaris en inverzekeringstelling: een paar apart?J. Uit Beijerase & A.N.J. Korenhof & P.A.M. Mevis & P.C. Verloop, Boom Juridische uitgevers, Den Haag, 2008, p 37、43、45


�參照The Dutch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Peter J.P. Tak , 3th edition, 2008, p.103


�參照The Dutch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Peter J.P. Tak , 3th edition, 2008, p.101及http://www.ecba-eaw.org/cms/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007&Itemid=26: the Supreme Court decided that hearsay evidence can be accepted at trial. This decision has had a tremendous impact in practice: not only may the written statement of a witness to police be used as evidence, but also the official record of a policeman containing information given by witnesses is accepted as if it were the statement of that witness. The same is true for the records made up by the investigating judge during preliminary judicial investigation.








� Criminaliteit en Rechtshandhaving 2008(WODC), p.535


� 資料來源：96年法務部統計重要指標分析第45頁、第48頁、� HYPERLINK "http://www.moj.gov.tw/ct.asp?xItem=126022&CtNode=27443&mp=001" ��http://www.moj.gov.tw/ct.asp?xItem=126022&CtNode=27443&mp=001�











� world pre-trail/remand imprisonment list, p5


� http://sowf.moi.gov.tw/stat/week/week9904.doc


� Criminaliteit en Rechtshandhaving 2008(WODC), p.559-560





� 參見法務部之數據統計，


� 參見Rechter-commissaris en inverzekeringstelling: een paar apart? P33-49 


� 依照荷蘭刑事訴訟法第27條規定，羈押可折抵刑期，且規定警察拘留(police custody)階段及審前羈押階段(remand in custody、remand detention)均可折抵刑期。（參見Pre-trail Deten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A.M. van Kalmthout, M.M. Knapen, C. Morgenstern, Wolf Legal Publisher(WLP), p706）


� 參見：CASE OF HOZEE v. THE NETHERLANDS(81/1997/865/1076)：The public prosecutor may lodge a request with the investigating judge to undertake a preliminary judicial investigation (Article 149). Such a request shall indicate the offence believed to have been committed and, if possible, the suspect (Article 181 § 1).If the investigating judge accedes to the request, he must hear the suspect (Article 200). He is empowered to order the appearance of witnesses (Articles 210 and 213) and experts (Article 227), and to order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to take other investigative measures (Article 177 § 1)


� The Dutch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Peter J.P. Tak , 3th edition, 2008, p.84：Witness and experts are heard under oath by the investigative judge and their statements are recorded in the files so that the courts doesn’t have to hear those witness and experts during the court trail, but can rely on the files.


� The Dutch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Peter J.P. Tak , 3th edition, 2008, p.83


�參照The Dutch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Peter J.P. Tak , 3th edition, 2008, p.101及http://www.ecba-eaw.org/cms/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007&Itemid=26: the Supreme Court decided that hearsay evidence can be accepted at trial. This decision has had a tremendous impact in practice: not only may the written statement of a witness to police be used as evidence, but also the official record of a policeman containing information given by witnesses is accepted as if it were the statement of that witness. The same is true for the records made up by the investigating judge during preliminary judicial investigation.








�公約本身有相當多議定書(protocol)。在第11號議定書被正式施行以前，個人並沒有直接接近� 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AC%A7%E6%B4%B2%E4%BA%BA%E6%9D%83%E6%B3%95%E9%99%A2" \o "歐洲人權法院" �歐洲人權法院�的權利，他們必須先向「� 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D%90%E6%B4%B2%E4%BA%BA%E6%AC%8A%E5%A7%94%E5%93%A1%E6%9C%83&action=edit&redlink=1" \o "歐洲人權委員會 （頁面未存在）" �歐洲人權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 of human Rights)」申請，假如委員會認為該案的提起具有相當之理由時才會讓該案進入到� 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AC%A7%E6%B4%B2%E4%BA%BA%E6%9D%83%E6%B3%95%E9%99%A2" \o "歐洲人權法院" �歐洲人權法院�進行審理。第11號議定書生效後，廢除「� 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D%90%E6%B4%B2%E4%BA%BA%E6%AC%8A%E5%A7%94%E5%93%A1%E6%9C%83&action=edit&redlink=1" \o "歐洲人權委員會 （頁面未存在）" �歐洲人權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 of human Rights)」，允許個人直接向� 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AC%A7%E6%B4%B2%E4%BA%BA%E6%9D%83%E6%B3%95%E9%99%A2" \o "歐洲人權法院" �歐洲人權法院�提出控訴。





�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http://www.echr.coe.int/ECHR/EN/Header/Basic+Texts/The+Convention+and+additional+protocols/The+European+Convention+on+Human+Rights/





�參見Harris, O’Boyle & Warbrick Law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D.J. Harris/ M. O’Boyle/ E.P.Bates C.M. Buckley, 2009, 2nd edition, Oxford,P172：An officer will not be impartial, as required by Article 5(3), if he is also ’entitled to intervene in the subsequent criminal proceedings as a representative of prosecuting authority’. ‘Impartiality’ involves an objective, as well as a subjective, element so that the ‘offices’ impartiality must not be open to doubt.





�參見Harris, O’Boyle & Warbrick Law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D.J. Harris/ M. O’Boyle/ E.P.Bates C.M. Buckley, 2009, 2nd edition, Oxford,P180.





� 法院對羈押被告為一審判決後，羈押被告即受該公約第6條之保障，參見歐洲人權法院判決 Wemhoff v.Gernany (application n.2122/64) ,


� HYPERLINK "http://cmiskp.echr.coe.int/tkp197/search.asp?sessionid=4637343&skin=hudoc-en" �http://cmiskp.echr.coe.int/tkp197/search.asp?sessionid=4637343&skin=hudoc-en�





�參見Harris, O’Boyle & Warbrick Law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D.J. Harris/ M. O’Boyle/ E.P.Bates C.M. Buckley, 2009, 2nd edition, Oxford,P182：a detainee’s right to seek judicial review of his detention. The review must examine the procedural and substantive conditions which are essential for the ‘lawfulness’, in Convention terms, of the deprivation of liberty.





� see” Human Rights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S. Tresche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38-139：The term ‘charge’ may be defined as the official notification given to an individual by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of an allegation that he has committed a criminal offence or some other act which carries the implication of such an allegation and which likewise substantially affects the situation of the suspect. When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has be opened in his case and the applicant has officially learned of the investigation or has begun to be affected by it. The relevant moment has also been held to have been marked by the first interrogation by the police, and by a search.


� See CASE OF HOZEE v. THE NETHERLANDS(81/1997/865/1076) :43.  The Court notes that in criminal matters, the “reasonable time” referred to in Article 6 § 1 begins to run as soon as a person is “charged”; this may occur on a date prior to the case coming before the trial court, such as the date of arrest, the date when the person concerned was officially notified that he would be prosecuted or the date when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s were opened. Furthermore, “charge”, for the purposes of Article 6 § 1, may be defined as “the official notification given to an individual by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of an allegation that he has committed a criminal offence”, a definition that also corresponds to the test whether the situation of the suspect has been substantially affected (see the Eckle v. Germany judgment of 15 July 1982, Series A no. 51, p. 33, § 73).


� 參Pre-trail Deten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A.M. van Kalmthout, M.M. Knapen, C. Morgenstern, Wolf Legal Publisher(WLP), p80：The ECHR does not provide for any specific maximum time for pre-trail detention, but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has continuously stated that the concept ”reasonable time” cannot be translated into a fixed number of days, weeks, months or years or into various periods depending on the gravity of the offence.


� see Labita v. Italy [GC], no. 26772/95, §§ 152 and 153, ECHR 2000-IV


� see Korshunov v. Russia, no. 38971/06, § 62, 25 October 2007, http://cmiskp.echr.coe.int/tkp197/search.asp?sessionid=4637343&skin=hudoc-en


� see Labita v. Italy [GC], no. 26772/95, §§ 152 and 153, ECHR 2000-IV ：152.  Under the Court's case-law, the issue of whether a period of detention is reasonable cannot be assessed in abstracto. Whether it is reasonable for an accused to remain in detention must be assessed in each case according to its special features. Continued detention can be justified in a given case only if there are specific indications of a genuine requirement of public interest which, notwithstanding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outweighs the rule of respect for individual liberty (see, among other authorities, the W. v. Switzerland judgment of 26 January 1993, Series A no. 254-A, p. 15, § 30).


It falls in the first place to the national judicial authorities to ensure that, in a given case, the pre-trial detention of an accused person does not exceed a reasonable time. To this end they must examine all the facts arguing for or against the existence of a genuine requirement of public interest justifying, with due regard to the principle of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a departure from the rule of respect for individual liberty and set them out in their decisions dismissing the applications for release. It is essentially on the basis of the reasons given in these decisions and of the true facts mentioned by the applicant in his appeals, that the Court is called upon to decide whether or not there has been a violation of Article 5 § 3 of the Convention.


153.  The persistence of reasonable suspicion that the person arrested has committed an offence is a condition sine qua non for the lawfulness of the continued detention, but after a certain lapse of time it no longer suffices. In such cases, the Court must establish whether the other grounds given by the judicial authorities continued to justify the deprivation of liberty. Where such grounds were “relevant” and “sufficient”, the Court must also ascertain whether the competent national authorities displayed “special diligence” in the conduct of the proceedings (see the Contrada v. Italy judgment of 24 August 1998, Reports 1998-V, p. 2185, § 54, and the I.A. v. France judgment of 23 September 1998, Reports 1998-VII, pp. 2978-79, § 102).


�參見Case of Smirnova v.Russia, applications nos.46133/99 and 48183/99


� 參見Case letellier v. France


� see” Human Rights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S. Tresche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41-147.


� Harris, O’Boyle & Warbrick Law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D.J. Harris/ M. O’Boyle/ E.P.Bates C.M. Buckley, 2009, 2nd edition, Oxford, P180-182


� 黃朝義，偵查中羈押之課題與展望，全國律師，七月號，第21頁。


�參Pre-trail Deten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A.M. van Kalmthout, M.M. Knapen, C. Morgenstern, Wolf Legal Publisher(WLP), p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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